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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代捐纳制度是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ꎬ 捐官群体对社会治理产生了深远影

响ꎮ 本文构建了 １７２２—１９１１ 年的官员履历数据库ꎬ 发现捐官显著增加了其任职地区发生

社会冲突的概率ꎮ 研究表明ꎬ 在清朝前中期ꎬ 捐官对社会冲突的影响尚不显著ꎬ 然至清

后期ꎬ 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ꎮ 异质性分析表明ꎬ 以中下层级为主的实官捐纳对社会冲突

的影响显著为正ꎬ 而捐纳功名及虚衔则未对社会冲突产生明显影响ꎮ 机制分析发现ꎬ 捐

官导致官员的治理能力下降和激励机制弱化ꎬ 具体表现为粮价上涨与波动、 赈灾行动频

次降低和社会阶层流动受阻ꎬ 对国家治理产生了不利影响ꎮ 本文揭示了官员治理能力在

巩固政权结构、 维护国家稳定中的关键性作用ꎬ 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历史

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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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凡治国ꎬ 必先定其制ꎮ 官僚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概念ꎬ 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

社会的统筹协调、 组织动员和制度执行的能力ꎮ 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历史延续性ꎮ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ꎬ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

相关的”ꎮ①作为维系社会稳定和政治统一的有效工具ꎬ 传统社会的精英吸纳和官员选拔

机制的历史演进为理解当今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ꎬ 其丰富的历史经验也须被当

代官僚体系所借鉴ꎮ 因此ꎬ 历史上的官员选拔、 激励机制及其对社会治理的影响ꎬ 是一

个值得探索的问题ꎮ
政治精英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政治经济学领域关注的热点议题ꎮ 现有文献

大多从国家构建视角出发ꎬ 强调以国家管控、 财政汲取和集体行动为核心特征的国家能

力有助于提高政体韧性和社会稳定性 (Ｂｅｓｌｅｙ 和 Ｐｅｒｓｓｏｎ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０１４ꎻ Ｄｉｎｃｅｃｃｏ 和 Ｋａｔｚꎬ
２０１６)ꎬ 同时探讨了政治精英的个人理性主义对国家的形塑作用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ꎬ
２００６)ꎬ 也关注到精英选拔和激励机制对国家发展的深远影响 (Ｂａｉｃｋｅｒꎬ ２００５ꎻ 周黎安ꎬ
２００７ꎻ Ｏｐｐｅｒ 等ꎬ ２０１５ꎻ Ｙａｏ 和 Ｚｈａｎｇꎬ ２０１５ꎻ 余泳泽和杨晓章ꎬ ２０１７ꎻ 文雁兵等ꎬ ２０２０ꎻ
Ｆｉｓｍａｎ 等ꎬ ２０２０ꎻ Ｂａｌáｎ 等ꎬ ２０２２)ꎮ 近年来ꎬ 诸多学者从历史视野探讨了精英选拔和激

励机制对国家治理的关键作用ꎬ 并通过实证研究从不同角度展开分析ꎮ 科举制度作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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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官员选拔制度ꎬ 受到广泛关注ꎮ 大量研究表明ꎬ 科举制度在社会阶

层流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代谦和别朝霞ꎬ ２０１６)ꎬ 并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

稳定ꎮ 然而ꎬ 科举制度的废除颠覆了地方精英的晋升模式和腐败威慑机制ꎬ 在一定程度

上导致社会流动渠道受阻、 公共品供给不足等问题ꎬ 进而引发了清末的社会动荡与革命

(Ｂａｉ 和 Ｊｉａꎬ ２０１６ꎻ Ｈａｏ 等ꎬ ２０２２)ꎮ 此外ꎬ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探讨了中国传统官僚制度

对国家政治格局的形塑作用ꎮ Ｘｉ (２０１９) 通过建立清代督抚任免和武装叛乱的数据库ꎬ
运用计量方法揭示了忠诚—能力权衡机制在激励和动员社会精英中的关键作用ꎮ 姚沁和

陈硕 (２０２１) 则聚焦于明清时期官员流动与社会治理的演变趋势ꎬ 揭示了宦官这一非正

式制度对国家治理的潜在影响ꎮ 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传统中国官僚体系的理解ꎬ 也为

现代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ꎮ
除了科举教育ꎬ 恩荫入仕、 捐资纳衔、 保举推荐等也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

径ꎮ 明清时期ꎬ 出自无功名或职衔背景家庭的进士人数呈下降趋势 (何炳棣ꎬ ２０１３ꎬ 第

１３９—１４１ 页)ꎬ 这意味着 “科举之外” 的阶层流动问题、 “正异分途” 的社会精英群体同

样值得关注 (张仲礼ꎬ １９９１ꎻ 张天虹ꎬ ２０１７)ꎮ 本文聚焦于清代捐纳制度和捐官群体对社

会治理的影响ꎮ 捐纳ꎬ 又称 “赀选” 或 “开纳”ꎬ 是指政府通过制定条例和价格公开售

卖官职的制度ꎮ 捐纳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 “纳粟赐爵”ꎬ 发展至清朝ꎬ 已形成一套

由官方认可、 与科举并行的成熟制度ꎮ 捐纳是特殊时期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重要手段ꎬ
“费用繁多ꎬ 不得不资藉捐纳ꎬ 以补国用之不足”ꎮ 同时ꎬ 通过向社会出售出身、 任官和

铨选资格ꎬ 捐纳也是统治者吸纳人才的重要方式ꎬ 为阶层流动提供了额外渠道ꎮ 现有关

于捐官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从史学角度对捐纳制度的成因、 演进过程及典型案例

进行详细梳理 (许大龄ꎬ １９５０ꎻ Ｋａｓｋｅꎬ ２０１１ꎻ 伍跃ꎬ ２０１３ꎻ 倪玉平ꎬ ２０２１ꎻ 吴四伍ꎬ
２０２１)ꎻ 二是肯定其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ꎮ 例如ꎬ 通过与科举

制度进行比较ꎬ 学者们讨论了捐纳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中的作用 (Ｚｈａｎｇꎬ ２０１３ꎻ 燕红忠

和卫辛ꎬ ２０１６)ꎬ 或从政商关系视角探讨工业化与捐纳行为的相互影响 (费维恺ꎬ １９９０ꎻ
谢俊美ꎬ ２００１ꎻ 燕红忠和卫辛ꎬ ２０２０)ꎮ 此外ꎬ 燕红忠和卫辛 (２０１７) 肯定了捐纳制度对

阶层流动和官员政治意识的影响ꎬ 并认为捐纳促进了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ꎮ
总体而言ꎬ 现有研究大多肯定了捐纳的积极作用ꎬ 而对其消极影响则关注不足ꎮ 实

际上ꎬ 捐纳以经济实力为基础ꎬ 家族特权下的寻租行为可能会异化 “官” 的内涵ꎬ 以致

官僚作风、 贪污腐败、 裙带关系等弊端显露ꎮ 此外ꎬ 捐纳制度随王朝盛衰而演变ꎬ 在不

同历史时期ꎬ 捐纳所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ꎬ 而忽略时空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对捐纳

制度进行历史评价恐有偏差ꎮ 本文选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中的微观数据作为样本展开量

化分析ꎬ 重点关注捐纳制度对社会治理和国家能力的影响ꎮ 首先ꎬ 本文通过构建 １７２３ 年

至 １９１１ 年的府级面板数据ꎬ 从宏观层面识别捐官对社会治理的影响ꎮ 双向固定效应的回

归结果表明ꎬ 捐官显著提升了任职地社会冲突发生的概率ꎮ 清前中期 (１７２２—１８４０ 年)ꎬ
捐官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并不显著ꎻ 至清后期 (１８４０—１９１１ 年)ꎬ 捐官对社会冲突的作用

显著为正ꎮ 其次ꎬ 为了应对数据遗漏和测量误差等问题ꎬ 本文深入挖掘 ３７ ３７５ 名官员的

捐纳履历和任职信息ꎬ 从微观个体层面探究官员的捐纳行为对社会治理的异质性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 中下级别的实官捐纳对社会冲突的作用显著为正ꎬ 而捐纳功名及虚衔对冲突

则无显著影响ꎮ 通过进一步探讨吏部月选制度的相对随机性ꎬ 以及排除同期历史事件的

干扰ꎬ 本文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ꎮ 最后ꎬ 本文主要从治理能力和晋升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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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面探讨捐官对社会冲突的作用机制ꎮ 捐纳官员为了收回其捐纳费用ꎬ 更倾向于追

求短期利益ꎬ 罔顾社会治理ꎬ 这些行为通过粮食价格、 赈灾次数和阶层流动等因素ꎬ 对

国家治理产生了负面影响ꎮ 我们使用粮食价格和赈灾行为衡量官员的治理能力ꎬ 发现捐

官通过推高粮价、 加剧粮价波动以及减少赈灾频次ꎬ 可能导致了抢米风潮和绅民纠纷的

发生ꎮ 激励机制分析表明ꎬ 捐纳制度的泛滥削弱了官员晋升的激励ꎬ 加剧了逆向选择行

为ꎬ 阻碍了社会流动的渠道ꎬ 对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和公共管理的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ꎮ
本文从以下方面拓展了已有研究: 首先ꎬ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和长时段数据

的量化分析ꎬ 本文提供了对捐纳制度影响更加全面的认识ꎮ 其次ꎬ 本文为理解社会冲突

提供了新的视角ꎬ 重点强调捐纳制度在社会治理中的潜在影响ꎬ 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

制度经济学关于政治制度和精英控制对国家长期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观点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ꎬ ２０１２)ꎮ 最后ꎬ 清代中后期捐纳制度之所以加剧了社会冲突ꎬ 实际上是国家

财政能力弱化导致捐纳普及化、 泛滥化的结果ꎬ 这一观察为理解清代官僚制度、 国家能

力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种视角ꎮ

二、 历史背景

(一) 清代捐纳制度及演变趋势

清代捐纳制度沿袭明制ꎬ 士民通过纳粟可获例监、 例贡等身份ꎬ 或被授予 “顶戴、
服色、 记录” 作为奖励ꎮ 顺治六年 (１６４９ 年)ꎬ 朝廷为解决军需不足和财政收入问题ꎬ
同时避免加重民众的赋税负担ꎬ 始开捐监、 捐职和封典等事例 (吴四伍ꎬ ２０２１ꎬ 第 １５
页)ꎮ 康熙十三年 (１６７４ 年)ꎬ 因平定三藩叛乱以致军需孔亟ꎬ 清廷开办文职捐纳事例以

资接济ꎮ 康熙三十年 (１６９１ 年)ꎬ 又因噶尔丹之役ꎬ 户部奏准平民输送粮草以补监生资

格ꎬ 并准许官员报捐加级记录和捐免保举ꎮ 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 年)ꎬ 为充实国库、 推广仕

途和肃清科场ꎬ 朝廷酌添贡监生、 职衔等捐纳常例ꎮ 捐授项目有实职和虚衔之分ꎬ 涵盖

职官、 花样、 加级记录、 升降免复、 加成过班、 分发指省、 职衔、 封典、 翎支等ꎮ 实职

捐授又有在京文职、 在外文职和京外武职之分ꎮ 通常而言ꎬ 政府对实职捐纳更为谨慎ꎬ
对捐者出身、 捐纳名目、 考核监督、 奖惩罢黜、 反腐惩贪等方面有严格规定ꎮ 譬如ꎬ 雍

正时期ꎬ 政府因灾荒、 营田之需暂开捐例时有明令规定ꎬ 道、 府等重要职位不可经由捐

途滥予登进ꎬ 通判、 知州、 知县及县丞等亦应酌议准其捐纳 (许大龄ꎬ １９５０ꎬ 第 ３７—３８
页)ꎮ 此外ꎬ 朝廷对捐者的出身资格也有严格限制ꎮ 文官需贡监生以上、 武员需武生以上

出身方可捐纳ꎬ 而俊秀、 生童除可捐从九品、 未入流外ꎬ 必先获得监生资格方能捐纳实

官 (许大龄ꎬ １９５０ꎬ 第 ８２ 页)ꎮ
特殊时期ꎬ 清政府通过卖官鬻爵来筹措军事饷银、 河工缮款和赈灾粮食ꎬ 捐纳制度

发挥了重要的财政功能ꎮ 通常而言ꎬ 捐纳只是临时性的财政补给ꎬ 一旦军事冲突、 灾荒

结束ꎬ 便旋即停止开办捐例ꎮ 道光年间ꎬ 政府因鸦片战争、 秦豫旱灾和东南水患而大开

捐纳常例ꎬ 捐款占户部收入甚至高达 ８１􀆰 ９６％ (罗玉东ꎬ ２０１０ꎬ 第 ９ 页)ꎮ 此外ꎬ 清政府

额外增加了豫工事例 (１８４１ 年)、 海疆捐输议叙事例 (１８４１—１８４２ 年)、 豫东工事例

(１８４２ 年)、 再开豫工事例 (１８４３ 年) 等暂行事例作为补充ꎮ 太平天国军兴以后ꎬ 国家

财权下移ꎬ “各省军饷又非倚捐纳不可”ꎮ 政府通令各省设局筹办捐纳事例ꎬ 捐纳制度泛

滥ꎬ 官吏侵蚀之款不可计数ꎮ 随着内忧外患交织ꎬ 灾荒事件频发ꎬ 光绪年间ꎬ 大捐事例

接踵而至ꎬ 捐款一再折价ꎬ 捐区遍及全国ꎮ “经三十年ꎬ 无一日不需款ꎬ 无一日不开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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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大龄ꎬ １９５０ꎬ 第 １５ 页)ꎬ 捐官规模、 捐授名目和实职捐纳占比抵达历史巅峰ꎮ
与历史上其他朝代间断出现的卖官鬻爵现象相比ꎬ 清代建立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捐

纳制度ꎬ 这为探讨捐纳制度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绝佳的研究场域ꎮ 本文基于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秦国经ꎬ １９９７) 构建官员数据库ꎬ 旨在为捐官群体的研究提

供全局性总览ꎮ① 图 １ 展示了 １７２２—１９１１ 年间的捐纳分布情况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 捐纳实

官的比例明显高于捐纳功名和虚衔的比例ꎮ 在清前中期ꎬ 捐纳比例呈现下降趋势ꎮ 嘉道

年间ꎬ 清廷广泛开设川运军粮例、 豫工例、 河工例、 川楚善后筹备事例等ꎬ 捐员规模显

著扩大ꎮ 光绪时期ꎬ 捐纳银数一再减成ꎬ 捐例条款愈加纷繁ꎮ 随后ꎬ 庚子赔款导致中央

财政支绌、 各省资金匮乏ꎬ 各地伺机开办实官捐纳事例ꎮ 至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 年)ꎬ
捐官比例高达 ７８􀆰 ３８％ꎮ １９０６ 年ꎬ 户部奏请 “停止实官捐输”ꎬ 而恰逢停废科举ꎬ 卖官鬻

爵之风气几近高潮ꎮ 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爆发ꎬ 捐纳制度随之成为历史陈迹ꎮ

图 １　 清代选任官员的捐纳占比 (１７２２—１９１１ 年)

注: 图中实线为月选官员中有捐纳经历 (含实职、 虚衔等) 的官员占比ꎬ 长虚线是捐纳实职的比
例ꎬ 短虚线是捐纳功名的比例ꎬ 虚线竖线为各皇帝任期第一年分界线ꎮ

(二) 月选掣签与官员选拔

捐纳制度主要赋予个人获取功名或任职资格的机会ꎮ 然而ꎬ 通过科举、 捐纳以及荫

袭等途径获得资格的候选人ꎬ 必须经过吏部的铨选程序方能获得实缺ꎮ 按照清朝的规定ꎬ
除了请旨、 提调和拣选ꎬ 中央郎中以下以及地方道府以下的官缺均须通过吏部铨选产生ꎮ
月选是最基本的选拔方式ꎬ 分为单月选、 双月选和双单月选ꎮ 通常ꎬ 报捐成功的人员须

６２２

①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搜集了官员履历引见折、 官员履历单和官员履历片三种类型的履历信
息ꎮ 其中ꎬ 引见履历折是吏部月选形成的官方文书ꎬ 详细记录了康熙六十一年 (１７２２ 年) 至宣统
三年 (１９１１ 年) 期间三万多名官员的姓名、 籍贯、 出身和履历等基本信息ꎮ 宫中官员履历单是朝
廷考察、 任命官员时形成的文书ꎮ 例如ꎬ 凡是特简官员均由军机处秉旨办理并留文书记录ꎮ “文武
官特简者ꎬ 承旨则进其名单ꎬ 缺单ꎮ 差特简者亦如之ꎮ 凡大臣之换防于西北两路者ꎬ 则稽其班、 书
其名以備览ꎮ” 官员履历片则以墨笔记录职官姓名、 年龄与履历ꎬ 以红笔抄录朱批谕旨、 授意评
定、 任职流动的军机处记名档案ꎮ 该书前两册以履历片为主ꎬ 主要集中在乾隆朝ꎬ 任职记录较为模
糊和简略ꎻ 而该书中的履历单和履历折的信息更加规整和连续ꎮ 出于样本量均匀分布的考量ꎬ 本文
使用第三至三十册的履历信息ꎮ



按时向吏部提交履历资料ꎬ 吏部根据到文日期依序审核候补官员ꎬ 拟定入选官员名单后

进行掣签定缺ꎮ 掣签ꎬ 即抽签ꎬ 是通过随机抽选的方式决定官员职位的归属ꎮ 在掣签法

出现之前ꎬ 明朝已经采用 “拈丸” 和 “抓阄” 等方法来选拔官员ꎮ 清初ꎬ 朝廷规定ꎬ 月

选官员一律采用掣签定缺ꎬ “国家铨选之法ꎬ 每岁有大选ꎬ 有急选ꎬ 京职验到ꎬ 外官投

供ꎬ 掣签定缺ꎮ”① 其中ꎬ 汉缺中的京官五品及外官道府以下等官职均须掣签拟补ꎬ 而满

缺中郎中以下官职皆由掣签选用 (胡存璐ꎬ ２０２１)ꎮ
为确保月选制度的公正性并防止掣签过程中的舞弊ꎬ 朝廷设立了监掣、 验看和皇帝

引见等防弊措施ꎮ 在月选之日ꎬ 朝廷需派满、 汉官员赴吏部完成验签和封签手续ꎬ 并派

九卿、 詹事等对掣签结果进行查验ꎮ 此后ꎬ 吏部撰写 “引见履历折” 呈交宫中ꎬ 皇帝对

官员进行考察、 勖勉和任免ꎬ 于引见次日颁布入选名单和完成述旨、 登册手续ꎮ 引见时ꎬ
皇帝通过阅读官员的履历ꎬ 考察其言谈举止ꎬ 对掣中人员与官缺进行调整ꎮ 此外ꎬ 清代

地缘律例在血缘和人事关系上制定了官员任职回避条款ꎬ 以防止官员因本土意识而结党

纳派ꎮ 吏部在铨选时采取了一系列严格措施ꎬ 以确保回避制度的有效执行 (邹爱莲ꎬ
２０２０ꎬ 第 １４１—１４８ 页)ꎮ 若官员掣得须回避的本省缺ꎬ 必须扣除此签并重新掣签ꎮ 至

１９１１ 年ꎬ 随着吏部的裁撤和部选的取消ꎬ 月选掣签授官的方式也随之终止ꎮ
不同于科举制度通过区域政治资源均衡配置以驾驭人才ꎬ 捐官籍贯地的分布更多地

与行政能力、 经济因素、 文化风俗 (如 “八旗子弟”、 “汉军习气”、 “江浙风气” 等)
和人际关系 (如裙带关联、 经商钻营、 宗族姻亲) 等密切关联ꎮ 从捐官的籍贯地分布来

看ꎬ 省际集聚效应尤为明显ꎮ 北方地区以直隶为集聚中心ꎬ 京畿之地占据绝对的政治优

势ꎮ 南方地区以江南、 两湖流域为核心ꎬ 通过文化资源、 经济贸易和政治资源网络向周

围地区辐射ꎮ 相比之下ꎬ 捐官的任职地分布则更为均匀ꎬ 一是吏部的掣签铨选过程具有

随机性和隐匿性ꎻ 二是统治者在官员引见时ꎬ 亦会关注政治资源的相对均衡配置ꎮ
(三) 捐官治理和社会冲突

捐纳制度渗透于财政、 政治、 文化等各个方面ꎬ 其演绎过程与传统中国社会的转型

相互交织ꎬ 成为透视中国政治历史的重要切入点ꎮ 首先ꎬ 开例收捐成为清政府临时筹款

的主要方式ꎮ 在财政支绌或遭遇重大意外开支时ꎬ 政府除了收捐ꎬ 几乎不可另谋其他财

源办法ꎮ 咸、 同以后ꎬ 兵兴不已ꎬ 捐纳不停ꎬ 捐纳制度发挥的财政作用日渐式微ꎮ 根据

«清国行政法分论» 的统计ꎬ 光绪十一年 (１８８５ 年)ꎬ 部库及各省藩库收捐约 １５１ 万两ꎬ
至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 年)ꎬ 全国捐款已达 １ ０４８ 万两ꎮ② 纵令开捐一次可得千万ꎬ 亦不能

抵军费之大半ꎮ 各省在自筹饷需及地方政费扩张的过程中ꎬ 捐纳的社会经济含义发生了

历史性的嬗变ꎮ 以 “捐” 为名的苛捐杂税不断设立ꎬ 征收机构混乱无序ꎬ 导致侵蚀、 勒

派等弊端并存ꎬ 绅民关系愈发紧张ꎮ
科举取仕的正途出身者未必具备治理才能ꎬ 清廷通过授职富人本可以牵制科甲和吸

纳人才ꎮ 虽然捐纳入仕者多为佐杂ꎬ 但清政府对捐员设有严格的准入条件和考察制度ꎬ
捐纳制度在发挥政治补充作用和拓宽社会流动渠道的同时ꎬ 可以防止官员腐败和保证吏

治清明 (许大龄ꎬ １９５０)ꎮ 然而ꎬ 至晚清ꎬ 捐例广开、 捐输益滥、 仕途冗杂、 官多如鲫ꎬ
导致 “花翎红顶ꎬ 几遍城市ꎬ 既无官职可以自效ꎬ 复无资财可以自存” (谢俊美ꎬ １９９５

７２２

①
②

〔清〕 伊桑阿等纂修: «大清会典 (康熙朝) » 卷八 «吏部六􀅰汉缺选法»ꎬ 第 １ 页ꎮ
«清国行政法分论» (卷五)ꎬ 东洋印刷株式会社ꎬ １９１７ 年ꎬ 第 ３７３ 页ꎮ



年ꎬ 第 ６３ 页)ꎮ 捐员与进士、 举人等轮班选用ꎬ 而正途人员亦行捐免、 捐复之法ꎮ 寒门

子弟通过科考获得官职的 “正途” 愈加堵塞ꎬ 官场不可避免地陷入逆淘汰ꎮ 正如欧阳昱

在 «见闻琐录» 中所述ꎬ 捐者获得实缺后ꎬ “如委群羊于饿虎之口ꎬ 虽有强弓毒矢在其

后ꎬ 亦必吞噬而无所顾” (欧阳昱ꎬ １９８６ 年ꎬ 第 ４７ 页)ꎮ 大量捐官渗透于要缺官职ꎬ 官

僚治理能力弱化ꎬ 加之晚清厘捐制度盛行ꎬ 导致 “穷乡僻壤ꎬ 搜括无遗ꎬ 负贩肩挑ꎬ 苛

索不免ꎬ 物价日昂ꎬ 民生日匮ꎬ 为害匪轻”①ꎬ 社会冲突不断ꎬ 民变风起云涌ꎮ 晚清捐纳

制度在妨碍民生、 损害国体、 败坏纲宪和恶化吏治方面存在诸多要害ꎬ “以言筹饷ꎬ 得不

偿失ꎮ 以言政治ꎬ 则收效少而贻害多” (许大龄ꎬ １９５０ꎬ 第 １７０ 页)ꎮ 因此ꎬ 捐途多而吏

治益坏ꎬ 吏治坏而财政不振ꎬ 度支益差则捐途益多ꎬ 捐纳制度的泛滥最终使国家陷入财

政崩溃、 社会冲突不止的循环困局ꎮ

三、 数据来源与实证模型

(一) 数据与变量

为考察捐官对社会冲突的影响ꎬ 本文收集和整理了 １７２３—１９１１ 年的府级面板数据ꎬ 涵

盖官员、 社会冲突及一系列控制变量ꎮ 考虑到清朝行政区划的变化ꎬ 本文以 １９１１ 年的行政

区划作为基准ꎬ 对府和县名发生改变的区域进行识别ꎬ 最终获得 ３２８ 个府的面板数据ꎮ
１􀆰 社会冲突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某年某府是否发生社会冲突的哑变量ꎮ 本文定义的社会冲

突剔除了对外战争和大规模民族冲突ꎬ 主要涵盖国内的农民起义、 地方抗议、 暴力革命

和帮会活动等ꎮ 相关数据整理自 «中国历代战争年表»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ꎬ ２００３)、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沈起炜ꎬ １９８３) 以及 «中外战争战役大辞典» (陈显泗ꎬ １９９２)ꎮ
若社会冲突的爆发时间和地点重复记录ꎬ 则仅记录为一次ꎬ 三者互为补充ꎮ 此外ꎬ 本文还

收集了 １９０２—１９１１ 年各府爆发的民变次数作为社会冲突的补充代理变量ꎮ 该数据源自 «清
末民变年表» (张振鹤和丁原英ꎬ １９８２ꎻ １９８３)ꎬ 该表整理了晚清十年社会民变的具体事件ꎬ
资料源于 «申报»、 «大公报» 等权威刊物ꎬ 能够反映当时社会民众对王朝权威的挑战ꎮ

２􀆰 捐官影响程度

本文基于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中的官员履历信息ꎬ 构建了一个系统的数据

库ꎮ 该书详细记录了官员的姓名、 民族、 年龄、 功名、 捐纳经历及任职履历等关键信息ꎬ
原始资料主要来源于月选过程中所形成的履历折ꎬ 这些履历折是官员选拔和皇帝任命的

重要依据ꎮ 朝廷将官员的履历信息整理成册ꎬ 内容较为详实且覆盖面广ꎬ 涵盖了官员的

生平经历、 相关衙门及大臣的审核与验看ꎬ 以及皇帝的批示与授意ꎮ 这样完备的信息体

系为研究清代官员的任职情况及其对社会治理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ꎮ
我们采用任职地的捐官数量占该府所有职位的比例作为主要解释变量ꎬ 以较为精确

地衡量各府捐官影响的相对程度ꎮ 考虑到官员对过往履历记载的详略程度存在差异ꎬ 在

府级层面汇总时可能导致统计偏误ꎬ 且该书对官员最后一次月选的职位记录最为详细

(可以细化到府和县级层面)ꎬ 故本文根据官员最后一次月选的任职信息来统计某年某府

的捐官人数ꎬ 以从宏观视角探讨捐官对社会冲突的影响ꎮ 官员在吏部铨选之后、 到地方

８２２

① 孙翼谋: «请除近日流弊疏»ꎬ 载 〔清〕 葛士浚辑 «皇朝经世文续编» 卷二十五 «户政二􀅰理财
中»ꎬ 天章书局ꎬ １９０２ 年石印本ꎬ 第 ９３ 页ꎮ



任职之前存在过渡和调整ꎬ 以及到地方任职后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ꎬ
而参考已有文献ꎬ 清代中央及省级政府官员的人事流动速度大约为每隔 ２􀆰 ０４ 年进行一次

人事变动 (姚沁和陈硕ꎬ ２０２１)ꎮ 因此ꎬ 在基准回归结果中ꎬ 本文对任职地的官员人数进

行了滞后三期的等权重处理ꎮ 基于现已发布的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 (Ｃｈｉｎａ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Ｑｉｎｇꎬ ＣＧＥＤ￣Ｑ)①ꎬ 本文对 １７６０—１７９８ 年、 １８５０—１８６４ 年和

１９０１—１９１２ 年这三个时段内每年各府的官员职位数目进行了季度加权平均处理ꎬ 并按照

年份最近的匹配原则构建了每年各府职位数目的动态衡量指标ꎮ 考虑到府级层面的人口

数量越多ꎬ 设置的官职数量也会越多ꎬ 本文采用捐官密度 (即捐官人数占该府人口的比

例) 作为替代性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此外ꎬ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的记录并不能覆盖清朝所有官员的信息ꎬ 而忽略

未记录履历的官员信息可能导致捐官数量的估计偏差ꎬ 本文从以下两个途径进行补充ꎮ
第一ꎬ 从其他数据来源进行稳健性估计和交叉验证ꎬ 以解决样本偏差问题ꎬ 确保实证分

析的可靠性ꎮ 根据江庆柏 (２００７) 的统计ꎬ 雍正朝至光绪年间进士出身者有 １９ ６９６ 人ꎬ
而本文数据库中该时段进士 ７ ８６７ 人ꎬ 占比约 ３９􀆰 ９４％ꎮ② 社会学统计一般将样本容量超

过 ３０％称为大样本ꎬ 可见本文采用的数据库相对于清朝整体官员而言ꎬ 具有一定的 “抽
样容量”ꎮ 此外ꎬ ＣＧＥＤ 中 １７６０—１７９８ 年、 １８５０—１８６４ 年和 １９０１—１９１２ 年这三个时段内

每年各府的官员职位数目与官员履历档案中月选官员的数目存在显著的相关性ꎬ 二者的

相关系数高达 ０􀆰 ８１ꎬ 表明样本数据在时间序列上的分布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均衡性ꎮ 考

虑到实证分析使用府级面板数据ꎬ 本文进一步补充了履历档案中每年各府官员数量占该

府职位数量的比例情况ꎮ 从表 １ 的统计结果来看ꎬ 各府月选官员数量的加权平均值约为

１􀆰 ６３ꎬ 各府官员职位数量均值约为 ２３􀆰 ２６ꎬ 每年月选官员的数量占该府职位数量的比例约

为 ７％ꎮ 第二ꎬ 本文尝试构建府级面板数据和微观个体数据库ꎬ 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考

察捐官对社会冲突的影响ꎮ 在实证分析部分ꎬ 本文增加了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中

每年各府月选官员的数量这一控制变量ꎬ 力求解决由于档案记录本身导致的履历分布不

均和样本缺失性问题ꎬ 以提高本文结论的可靠性ꎮ
３􀆰 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如下变量: 地理因素ꎬ 所在府是否位于沿海或沿江地区的虚拟变量ꎬ 该数

据源自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ＣＨＧＩＳ)ꎮ 初始经济条件ꎬ 借鉴孙程九和张勤勤 (２０１９)ꎬ
本文采用 １７７６ 年的人口数 (对数) 作为地区基础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ꎮ 地区政治特

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 参考 «清史稿􀅰地理志» (赵尔巽ꎬ １９９８)ꎬ 本文根据各府

的地理位置 (冲或僻)、 政务繁忙程度 (繁或简)、 赋税征收情况 (完或欠) 以及命盗案

件事件 (多或寡)ꎬ 设定了四个虚拟变量: “冲”、 “繁”、 “疲” 和 “难”ꎮ 这些变量旨在

９２２

①

②

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 (Ｃｈｉｎ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Ｑｉｎｇꎬ ＣＧＥＤ￣Ｑ) 由李中清和康文林
团队基于 «缙绅录» 系统整理而成ꎮ １９０１—１９１２ 年的 «缙绅录» 量化数据库于 ２０１９ 年公开发布ꎬ
１８５０—１８６４ 年的数据于 ２０２２ 年发布ꎬ １７６０—１７９８ 年的数据于 ２０２４ 年发布ꎮ 量化数据发布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７９１０ / ＤＶＮ / ＧＭＱＷＶＺꎮ 缙绅录数据库建设系香港研究资助局优配研究金项目
(１６６０１７１８ 和 １６４００１１４ꎬ Ｐ１: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ꎮ 数据库简介及说明参见任玉雪、 陈必佳、 郝小雯、
康文林等: «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缙绅录 １９００—１９１２ 时段用户指南»ꎮ １９００ 年之前的各
版本所用指南和版本不再单独标注ꎮ
其中ꎬ 雍正朝 １４９９人ꎬ 乾隆朝 ５３８４人ꎬ 嘉庆朝 ２８２０人ꎬ 道光朝 ３２６９人ꎬ 咸丰朝 １０４６人ꎬ 同治朝 １５８８
人ꎬ 光绪朝 ４０９０人ꎮ 参见江庆柏: «清朝进士题名录 (上) »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７年ꎬ 第 ８３页ꎮ



量化清代地方政府的行政压力和治理挑战ꎮ 本文主要借鉴 Ｂａｉ 和 Ｊｉａ (２０１６) 的研究方法

来设置这些变量ꎬ 以确保分析的一致性和比较性ꎮ 人口数量ꎬ 本文对曹树基 (２００１) 提

供的 １７７６ 年、 １８２０ 年、 １８５１ 年、 １８８０ 年和 １９１０ 年各府人口数据进行插值处理ꎬ 以估算

每年各府的人口数量 (对数)ꎮ 政府管控能力ꎬ 采用各省府城到首都、 首府的距离作为

政府管控能力的代理变量ꎬ 该数据基于地理经纬度信息ꎬ 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计算得出ꎮ 旱

涝灾害ꎬ 本文采用 «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ꎬ １９８１)
中记录的 １２０ 个观测站点的五级旱涝灾害程度数据ꎬ 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测算到各府直线距

离最近的观测点ꎬ 并以其旱涝灾害情况作为该府的自然灾害情况的代理变量ꎮ 文化变量ꎬ
本文采用族谱数量 (上海图书馆ꎬ ２００８)、 １８２０ 年寺庙数量和书院数量 (季啸风ꎬ １９９６)
作为宗族、 寺庙和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 (Ｋｕｎｇ 和 Ｍａꎬ ２０１４ꎻ Ｗａｎｇ 和 Ｚｈａｎｇꎬ ２０２３ꎻ 高原ꎬ
２０２３)ꎮ 官员数量ꎬ 考虑到任职地的官员冗余程度可能影响社会治理水平ꎬ 本文控制了官员

职位数量 (对数)ꎬ 以反映任职地官员配置的密度ꎮ 此外ꎬ 鉴于官员履历档案中每年各府记

录样本的不均衡性ꎬ 可能导致样本选择偏差ꎬ 本文亦将履历档案中每年记录的各府官员数

量 (对数) 纳入控制变量ꎬ 以校正这一潜在的样本缺失性问题ꎮ

表 １　 描述性统计与数据来源

变　 量 观测值 均　 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来　 源

被解释变量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府级层面是否发生社会冲突
的虚拟变量 (０ꎬ １) ６１ ９９２ ０􀆰 ０２１ ０􀆰 １４５ ０ １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ｉ
(０ꎬ １)

个体省级层面是否发生社会
冲突的虚拟变量 (０ꎬ １) ３７ ３７５ ０􀆰 ２０６ ０􀆰 ４０５ ０ １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ｉ
(０ꎬ １)

个体府级层面是否发生社会
冲突的虚拟变量 (０ꎬ １) ２２ １２７ ０􀆰 ０７４ ０􀆰 ２６２ ０ １ Ａ

社会民变 社会民变数量 (对数) ３ ２８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９５ ０ １􀆰 ２３０ Ｂ
抗捐抗税 抗捐抗税 (对数) ３ ２８０ ０􀆰 ０２９ ０􀆰 １００ ０ ０􀆰 ８４５ Ｂ
抢米风潮 抢米风潮 (对数) ３ ２８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８３ ０ ０􀆰 ９０３ Ｂ
绅民纠纷 绅民纠纷 (对数) ３ ２８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９８ ０ ０􀆰 ７７８ Ｂ
劳资纠纷 劳资纠纷 (对数) ３ ２８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６３ ０ １􀆰 ０００ Ｂ
反对新政 反对新政 (对数) ３ ２８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８５ ０ ０􀆰 ９０３ Ｂ

宗教与帮会活动 宗教和帮会活动 (对数) ３ ２８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７６ ０ ０􀆰 ６９９ Ｂ
农民与会党起义 农民与会党起义 (对数) ３ ２８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８９ ０ ０􀆰 ６９９ Ｂ

解释变量

Ｊｕａｎｎａ 捐官影响程度 (捐官数量 /
官职数量) ６１ ９９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５ ０ １ Ｃ

Ｊｕａｎｎａ(０ꎬ １) 官员个体是否捐纳的虚拟变
量 (０ꎬ １) ３７ ３７５ ０􀆰 ３６８ ０􀆰 ４８２ ０ １ Ｃ

控制变量

官员个体层面:
Ａｇｅ 年龄 (对数) ３７ ３１６ ３􀆰 ７８５ ０􀆰 ２１３ ２􀆰 ８９０ ４􀆰 ３６９ 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０ꎬ １) 是否 为 满 蒙 的 虚 拟 变 量
(０ꎬ １) ３７ ３６７ ０􀆰 １４０ ０􀆰 ３４７ ０ １ Ｃ

Ｊｉｎｓｈｉ(０ꎬ １) 是否 为 进 士 的 虚 拟 变 量
(０ꎬ １) ３７ ３７５ ０􀆰 ２１４ ０􀆰 ４１０ ０ １ Ｃ

０３２



(续表)

变　 量 观测值 均　 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来　 源

Ｙｉｎｘｉ(０ꎬ １) 是否荫袭的虚拟变量 (０ꎬ １) ３７ ３７５ ０􀆰 ０４２ ０􀆰 ２００ ０ １ Ｃ
Ｂａｏｊｕ(０ꎬ １) 是否保举的虚拟变量 (０ꎬ １) ３７ ３７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７ ０ １ Ｃ

Ｆａｍｉｌｙ(０ꎬ １) 直系血亲是否是朝廷二品及
以上官员的虚拟变量 (０ꎬ １) ３７ ３７５ ０􀆰 ０４１ ０􀆰 １９７ ０ １ Ｃ

地区层面:

Ｃｏａｓｔ 沿海 或 沿 江 的 虚 拟 变 量
(０ꎬ １) ３２８ ０􀆰 １４０ ０􀆰 ３４７ ０ １ Ｄ

ｌｎｒｅｎｋｏｕ１７７６ １７７６ 年人口数量 (对数) ３２８ ２􀆰 ０２８ ０􀆰 ５５８ ０􀆰 ４３１ ３􀆰 ７２５ Ｅ

Ｒａｎｋａ 是否为 “冲” 的虚拟变量
(０ꎬ １) ３２８ ０􀆰 ５６７ ０􀆰 ４９５ ０ １ Ｆ

Ｒａｎｋｂ 是否为 “繁” 的虚拟变量
(０ꎬ １) ３２８ ０􀆰 ５７６ ０􀆰 ４９４ ０ １ Ｆ

Ｒａｎｋｃ 是否为 “疲” 的虚拟变量
(０ꎬ １) ３２８ ０􀆰 ７３５ ０􀆰 ４４１ ０ １ Ｆ

Ｒａｎｋｄ 是否为 “难” 的虚拟变量
(０ꎬ １) ３２８ ０􀆰 ２９９ ０􀆰 ４５８ ０ １ Ｆ

Ｄｉｓｃａ 到省会距离 (１ ０００ 公里) ３２８ ０􀆰 ２２１ ０􀆰 １６２ ０ １􀆰 ８６０ Ｇ
Ｄｉｓｂｅｉｖ 到北京距离 (１ ０００ 公里) ３２８ １􀆰 １６８ ０􀆰 ５８５ ０ ２􀆰 ４９９ Ｇ
ｌｎｒｅｎｋｏｕ 人口数 (对数) ６１ ９９２ １􀆰 ８８２ ０􀆰 ４６９ ０􀆰 ２３０ ２􀆰 ８８３ 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ｈｏｃｋｓ 旱涝等级 ６１ ９９２ ２􀆰 ９０９ ０􀆰 ８９９ １ ５ Ｈ
ｌｎｃｌａｎ 家谱册数 (对数) ６１ ９９２ ０􀆰 ０９０ ０􀆰 ３４８ ０ ３􀆰 ９７０ Ｉ
ｌｎｔｅｍｐｌｅ １８２０ 年寺庙数量 (对数) ３２８ ２􀆰 ０３２ ０􀆰 ６９１ ０ ４􀆰 ２７７ Ｊ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书院数目 (对数) ３２８ ２􀆰 ６８３ １􀆰 １６２ ０ ５􀆰 ４４７ Ｋ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各府月选官员数量 (对数) ６１ ９９２ ０􀆰 ４８６ ０􀆰 ７６６ ０ ４􀆰 ８５２ 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各府官员职位数量 (对数) ６１ ９９２ ３􀆰 １４７ ０􀆰 ８５７ ０ ５􀆰 ３０３ Ｌ

机制检验变量

Ｒｉｃｅ＿Ｓｐｒｅａｄ 粮食价格价差 (对数) ２４ ０８４ ４􀆰 ８５１ ０􀆰 ３９３ ３􀆰 ４７４ ６􀆰 ２５１ Ｍ
Ｒｉｃｅ＿Ｍｅａｎ 粮食价格均值 (对数) ２４ ０８４ ２􀆰 ４７２ ２􀆰 ０４４ ０ １０􀆰 ７５３ Ｍ

Ｒｉｃ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粮食价格方差 (对数) ２４ ０８４ ３􀆰 ４９４ １􀆰 ３２７ ０ ７􀆰 １７３ Ｍ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是否赈灾的虚拟变量 (０ꎬ １) ６１ ９９２ ０􀆰 ０３３ ０􀆰 １７９ ０ １ Ｎ
数据来源: Ａ: «中国历代战争年表»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ꎬ ２００３)、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沈起

炜ꎬ １９８３) 以及 «中外战争战役大辞典» (陈显泗ꎬ １９９２)ꎻ Ｂ: «清末民变年表» (张振鹤和丁原英ꎬ
１９８２ꎻ １９８３)ꎻ Ｃ: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秦国经ꎬ １９９７)ꎻ 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ＣＨＧＩＳ
(２０１６)ꎻ Ｅ: «中国人口史» (曹树基ꎬ ２００１)ꎻ Ｆ: «清史稿􀅰地理志» (赵尔巽ꎬ １９９８)ꎬ 本文数据主要

来自 Ｂａｉ 和 Ｊｉａ (２０１６)ꎻ Ｇ: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ＣＨＧＩＳ (２０１６)ꎻ Ｈ: «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ꎬ １９８１)ꎻ Ｉ: «中国家谱总目» (上海图书馆ꎬ ２００９)ꎻ Ｊ: １８２０ 年寺庙数

目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ｂｏｕｔ􀆰 ｗｏｒｌｄｍａｐ􀆰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ꎻ Ｋ: «中国书院辞典» (季啸风ꎬ １９９６)ꎻ Ｌ: 各府官员职位

数量ꎬ 数据来自哈佛大学数据共享平台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７９１０ / ＤＶＮ / ＧＭＱＷＶＺ)ꎻ Ｍ: 小麦、 中米

的府级月度价格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作算术平均得到府级年度均价ꎬ 数据来自清代粮价资料库 (ｈｔｔｐ: / /
ｍｈｄｂ􀆰 ｍｈ􀆰 ｓｉｎｉｃａ􀆰 ｅｄｕ􀆰 ｔｗ / ｆｏｏｄｐｒｉｃｅ / )ꎻ Ｎ: 该数据主要来自 Ｘｉ (２０１９)ꎮ

４􀆰 机制分析变量

在传统中国ꎬ 灾害频发导致粮食短缺和粮价上涨ꎬ 进而引发抗粮、 抗税等反叛活动ꎬ

１３２



成为威胁社会治安的重要因素 (颜色和刘丛ꎬ ２０２４)ꎮ 基于这一背景ꎬ 在机制检验部分ꎬ
本文采用粮食价格和政府赈灾次数作为机制分析变量ꎮ 本文分别考察捐官是否会通过提

高粮食价格和波动性、 降低政府赈灾次数来引发更多的社会冲突ꎮ 这一分析框架有助于

深入理解捐官制度如何通过影响粮食价格和政府赈灾活动ꎬ 进而对社会冲突产生影响ꎮ
(二) 模型设定

为了准确度量捐官对社会冲突的影响ꎬ 本文采用面板 ＯＬＳ 模型进行分析ꎬ 并控制了

一系列可能影响社会冲突的因素ꎮ 对于府级单位 ｉ 在时间 ｔ 年的基准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ｔ ＝ β０ ＋ β１Ｊｕａｎｎａｉｔ ＋ 􀰐
ｊ
β ｊＸ ｉｔ ＋ 􀰐

Ｋ
βＫＷｉ × ｔ ＋ δｉ ＋ μｔ ＋ εｉｔ (１)

其中ꎬ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ｔ 为 ｔ 年 ｉ 府是否发生社会冲突的哑变量ꎮ Ｊｕａｎｎａｉｔ 是 ｔ 年 ｉ 府在任

捐官的影响程度变量 (捐官数量与该府官员职位数量的比例)ꎮ 在稳健性检验中ꎬ 我们

替换 Ｊｕａｎｎａｉｔ 为捐官密度 (捐官数量与该府人口数量的比例) 和捐官人数 (取对数)ꎮ
Ｘ ｉｔ 为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ꎬ Ｗｉ×ｔ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ꎮ 考

虑到特定区域的文化、 地理等因素以及特定年份事件会对社会冲突产生影响ꎬ δｉ 控制了

府级固定效应ꎬ ｕｔ 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ꎬ 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ꎮ 模型 (１) 对回归系数标准

误进行异方差调整和在府级层面进行聚类ꎮ 此外ꎬ 本文识别了捐官对抗捐抗税、 抢米风

潮、 绅民纠纷、 劳资纠纷、 反对新政、 宗教与帮会活动、 农民与会党起义这七种不同类

型社会冲突的影响ꎮ 被解释变量为 ０—１ 虚拟变量ꎬ 主回归的面板 ＯＬＳ 估计得到的平均边

际效应与一般的限制性因变量模型相近ꎬ 后文运用面板 Ｐｒｏｂｉｔ、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

验ꎮ 本文关注 Ｊｕａｎｎａｉｔ 的系数 β１ꎬ 若 β１ 显著为正ꎬ 说明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后ꎬ 捐官能提

高社会冲突发生的概率ꎮ

四、 回归结果分析

(一) 捐官与社会冲突 (１７２３—１９１１ 年)
表 ２ 运用面板 ＯＬＳ 模型估计了捐官对社会冲突的影响ꎮ 解释变量为捐官的影响程度

变量 Ｊｕａｎｎａｉｔꎬ 被解释变量为该府是否发生社会冲突的哑变量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ｔꎮ 第 (１) 列

未添加其他控制变量ꎬ 仅控制府和年度固定效应ꎮ 第 (２)—(４) 列逐步引入地理、 经济

条件、 交通特征、 政府管控能力、 人口和气候等控制变量ꎬ 捐官对社会冲突的影响系数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ꎮ 第 (５) 列进一步控制了各府官员职位的数量及履历档案记载

的每年各府官员的数量ꎬ 核心估计系数为 ０􀆰 ０９９ꎬ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ꎬ 说明捐官显著

提高了任职地社会冲突的发生概率ꎮ 为检验治理层级的异质性ꎬ 第 (６) 列和第 (７) 列

分别考察县级与府级层面捐官的差异化影响ꎮ 结果显示ꎬ 县级层面捐官的系数估计值为

０􀆰 １３２ꎬ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ꎬ 而府级层面的捐官对社会冲突的促进作用不显著ꎮ 这说明

县级官员在地方治理中扮演了关键角色ꎬ 且其捐官行为对地方社会稳定的威胁更大ꎬ 这

一发现为理解捐官行为对社会治理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ꎮ
清代捐纳制度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各异的特征ꎬ 捐官对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也相应有

所变化ꎮ 本文将样本划分为多个时期进行子样本回归ꎬ 具体涵盖雍正和乾隆时期

(１７２３—１７９６ 年)、 嘉庆和道光时期 (１７９６—１８５０ 年)、 咸丰和同治时期 (１８５０—１８７５
年)、 光绪和宣统时期 (１８７５—１９１１ 年)ꎮ 表 ３ 结果显示ꎬ 在光绪和宣统时期ꎬ 捐官对社

２３２



会冲突的促进作用显著ꎮ 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清前中期 (１７２２—１８４０ 年) 与清后期

(１８４０—１９１１ 年) 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 在清前中期ꎬ 捐官对任职地的

社会冲突不存在显著影响ꎻ 而在清后期ꎬ 系数估计值达到 ０􀆰 ２０４ꎬ 并在 ５％的水平上显

著ꎮ 这一变化与捐纳制度的演变态势密切相联ꎮ 具体而言ꎬ 晚清时期ꎬ 随着财权的下移

及内忧外患的加剧ꎬ 捐纳制度逐渐失控ꎬ 捐官对社会治理的负面影响显著增强ꎬ 这也反

映出当时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的深刻危机ꎮ
庚子国变之后ꎬ 涌动于社会底层的 “民变” 与清王朝新政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

系ꎬ 社会民变在根本上削弱了清王朝的国家能力ꎮ 表 ４ 的结果揭示了捐官对晚清十年社

会民变的影响ꎮ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的被解释变量为社会民变的数量ꎬ 第 (３)—(９)
列将社会民变划分为七种类型ꎮ 在控制基本变量和固定效应后本文发现ꎬ 捐官制度显著

促进了晚清十年社会民变的数量ꎮ 这一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抢米风潮、 绅民纠纷、 劳资

纠纷以及农民与会党起义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民变中ꎮ 这一发现表明ꎬ 捐官制度削弱了官

员的治理能力ꎬ 加剧了社会矛盾ꎬ 最终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ꎮ 通过这一分

析ꎬ 本文揭示了捐官制度与社会动荡之间的深层次联系ꎬ 为理解晚清社会变迁提供了重

要的分析视角ꎮ

表 ２　 捐官与社会冲突 (１７２３—１９１１ 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Ｊｕａｎｎａ
０􀆰 ０６３∗ ０􀆰 ０９５∗∗∗ ０􀆰 ０９７∗∗∗ ０􀆰 ０９９∗∗∗ ０􀆰 ０９９∗∗∗ ０􀆰 １３２∗∗∗ ０􀆰 ０４９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９)

Ｃｏａｓｔ×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ｌｎｒｅｎｋｏｕ１７７６ ×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Ｒａｎｋａ×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Ｒａｎｋｂ×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Ｒａｎｋｃ×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Ｒａｎｋｄ×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Ｄｉｓｃａ×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Ｄｉｓｂｅｉ×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ｌｎｒｅｎｋｏ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ｈｏｃｋ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３３２



(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５３∗∗∗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１ ９９２ ６１ ９９２ ６１ ９９２ ６１ ９９２ ６１ ９９２ ６１ ９９２ ６１ ９９２
Ａｄｊ􀆰 ￣Ｒ２ ０􀆰 ０９３６ ０􀆰 ０９９０ ０􀆰 １００７ ０􀆰 １００９ ０􀆰 １００９ ０􀆰 １００９ ０􀆰 １００７

注: 表 ２ 展示了府级面板数据的 ＯＬＳ 模型估计结果ꎻ 控制了时间、 府级固定效应ꎬ 括号内为在府级
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ꎻ ∗∗∗表示 ｐ<０􀆰 ０１ꎬ ∗∗表示 ｐ<０􀆰 ０５ꎬ ∗表示 ｐ<０􀆰 １ꎻ 后同ꎮ

表 ３　 子样本回归 (１７２３—１９１１ 年)

雍正 ＆ 乾隆 嘉庆 ＆ 道光 咸丰 ＆ 同治 光绪 ＆ 宣统
清前中期
(１７２３—
１８４０ 年)

清后期
(１８４０—
１９１１ 年)

Ｊｕａｎｎａ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６ ０􀆰 ２６３ ０􀆰 ０８５∗∗ －０􀆰 ０１４ ０􀆰 ２０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９) (０􀆰 １６３)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４) (０􀆰 ０８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４ ２７２ １８ ０４０ ８ ５２８ １２ １３６ ３８ ７０４ ２３ ６１６
Ａｄｊ􀆰 ￣Ｒ２ ０􀆰 ０２０３ ０􀆰 ０３３７ ０􀆰 １５０３ ０􀆰 ０７１２ ０􀆰 ０１４１ ０􀆰 １１３６
注: 因篇幅限制ꎬ 本表未汇报常数项和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ꎬ 后同ꎮ

表 ４　 捐官与晚清民变 (１９０２—１９１１ 年)

社会民变
抗捐
抗税

抢米
风潮

绅民
纠纷

劳资
纠纷

反对
新政

宗教与
帮会活动

农民与
会党起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Ｊｕａｎｎａ
０􀆰 ０１５ ０􀆰 ０６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７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１０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 ２８０ ３ ２８０ ３ ２８０ ３ ２８０ ３ ２８０ ３ ２８０ ３ ２８０ ３ ２８０ ３ ２８０
Ａｄｊ􀆰 ￣Ｒ２ ０􀆰 ３９０８ ０􀆰 ４０００ ０􀆰 １７４４ ０􀆰 １９０８ ０􀆰 １７５８ ０􀆰 ４５７２ ０􀆰 １６９９ ０􀆰 ０６３４ ０􀆰 １０４７

(二) 稳健性检验①

在此ꎬ 本文对捐官显著提高其任职地区社会冲突的发生概率这一结论进行稳健性

检验ꎮ
第一ꎬ 替换关键变量、 测算方法和估计模型ꎮ 鉴于官员在吏部铨选后对任职地区社

会治理的影响存在滞后性ꎬ 本文对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二期和滞后五期等权重处理ꎬ 发现

这种滞后效应对基本结论没有影响ꎮ 采用捐官密度 (捐官数量与府级人口数量的比值)

４３２

① 因篇幅所限ꎬ 本文省略了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ꎬ 感兴趣的读者可在 «经济科学» 官网论文页面
“附录与扩展” 栏目下载ꎮ



和捐官人数 (对数) 来衡量捐官影响程度ꎬ 本文发现捐官对任职地区社会冲突的发生概

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不因解释变量的测算方法不同而呈现差异ꎮ 另外ꎬ 在基

准回归估计模型的选择上ꎬ 社会冲突设定为一个取值为 ０ 或 １ 的虚拟变量ꎬ 且仅采用了

线性模型进行估计ꎮ 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ꎬ 本文采用面板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 Ｌｏｇｉｔ 模型

进行估计ꎬ 发现基本结论在不同的估计模型下依然保持一致ꎮ 为了补充和丰富基准回归

的结果ꎬ 本文基于 «清实录» 构建了社会冲突指标ꎬ 以进一步考察捐官与社会治理的关

系ꎮ 由于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中记载的道光朝官员人数相对较少ꎬ 可能影响面板

数据的平衡性ꎬ 本文将嘉道年间的数据省略ꎬ 重新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总体而言ꎬ 捐官与

社会冲突之间的正向显著关系在采用不同衡量指标、 变量处理方法和回归模型时均得以

保持ꎬ 表明该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ꎮ
第二ꎬ 考察其他因素对主回归结果的影响ꎮ 具体而言ꎬ 本文引入地区宗族势力、 宗

教信仰程度以及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ꎬ 并将族谱数量 (对数)、 １８２０ 年寺庙数量 (对数)
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ꎬ 以及书院数量 (对数) 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这三个代理变量纳入

回归分析ꎮ 同时纳入上述三个变量后的综合检验结果发现ꎬ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

０􀆰 １０３ꎬ 与基准回归结果相近ꎬ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ꎮ 这表明宗族、 宗教和儒家文化等

因素未对基准回归结果产生干扰ꎬ 验证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ꎮ
第三ꎬ 排除同期其他历史事件的潜在干扰ꎮ 捐官对社会冲突的影响在晚清时期尤为

显著ꎮ 在这一时期ꎬ 内忧外患交织ꎬ 诸多重要事件与社会冲突的诱因相互交织ꎬ 可能对

本文的识别结果产生干扰ꎮ 例如ꎬ 义和团运动是 １９ 世纪末中国一场旨在反对外国势力和

基督教传教士的民族主义运动ꎬ 不仅加剧了国内的民族矛盾和对外的敌对情绪ꎬ 还削弱

了清政府的统治威信ꎮ 光绪大旱灾ꎬ 又称 “丁戊奇荒”ꎬ 显著加剧了民众的生存困境ꎬ
增加了社会冲突的风险ꎮ 此外ꎬ 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ꎬ
对清朝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鉴于这些同期事件的潜在干扰ꎬ 本文在回归模型中

纳入了每年该府是否受到这些事件影响的哑变量 (Ｂａｉ 和 Ｊｉａꎬ ２０１６ꎻ 李楠和张铎ꎬ ２０１９ꎻ
李楠和林矗ꎬ ２０１５)ꎮ 研究发现ꎬ 捐官对任职地社会冲突的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ꎬ 在

统计意义上并无显著差异ꎮ 此外ꎬ 依靠经济实力和政治背景步入仕途的捐官可能更容易

获得省级大员的信任和提拔ꎬ 进而被委任到社会冲突频发的区域ꎬ 这对基本结论可能造

成一定程度的干扰ꎮ 本文发现ꎬ 纳入历史事件的哑变量与捐官影响程度的交互项之后ꎬ
即使存在同期事件的干扰ꎬ 捐官对社会冲突的促进效应依然保持稳健ꎬ 且其影响并不因

同期该府的社会冲突风险系数不同而呈现差异ꎮ
第四ꎬ 内生性问题与工具变量估计ꎮ 基准回归可能面临由测量误差、 遗漏变量和反

向因果关系引致的内生性偏误ꎮ 首先ꎬ 根据经典测量误差理论ꎬ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

编» 样本覆盖的局限性及履历信息的系统性缺失可能导致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向零偏倚ꎮ
其次ꎬ 不可观测的地区异质性 (如地方官员的治理能力与政策偏好) 可能同时影响捐官

数量与社会冲突水平ꎬ 形成遗漏变量偏误ꎮ 例如ꎬ 地区行政官员基于用人偏好和个人能

力可能使任职地区的捐官数量增加而社会冲突降低ꎬ 导致结果产生向下的偏误ꎮ 特别值

得关注的是反向因果问题: 晚清时期地方势力崛起ꎬ 省级督抚获得人事任免权后ꎬ 可能

策略性地将捐官委派至社会冲突高发地区ꎬ 形成逆向因果机制ꎮ 为了克服上述内生性问

题ꎬ 本文采取双重识别策略: 一是基于清代掣签制度的准自然实验特征ꎬ 检验官员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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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分布上的相对随机性ꎻ 二是运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首先ꎬ 清代通过掣签制度决定候选官员的官缺分配ꎬ 这一机制保障了吏部对中下级

官员选任的主导权ꎬ 并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官选的公平性ꎮ 理论上ꎬ 捐官的任职地区和

官缺获取具有一定的随机性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捐纳制度允许个人通过缴纳捐银获得官职

优先分配权ꎮ 例如ꎬ 通过捐分发ꎬ 候补官员可以通过 “捐分发” 提升班次或跨省任职ꎬ
形成有限度的选择权ꎮ 这种选择权使官员能够基于个人偏好及利益考量ꎬ 选择资源更为

丰富的地区ꎮ 本文样本中约 ３􀆰 ４０％的捐官存在捐分发或分发指省记录ꎬ 这也表明官员任

职并非完全随机ꎮ ｔ 检验结果表明ꎬ 捐官常被分配至经济条件优越、 交通便利、 政务繁

忙、 人口稠密、 邻近直隶及开埠通商的府ꎬ 其地理、 经济和政治特征与对照组相比略有

差异ꎮ 但关键性证据显示ꎬ 捐官所在府与对照府在命盗案件发生频率及是否属于义和团

运动或太平天国战区等社会冲突指标上无显著差异ꎬ 证实捐官并未被策略性指派至高冲

突风险区域ꎮ
其次ꎬ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具体而言ꎬ 以府属通商口岸作为捐官

影响程度和官员个体是否捐纳的工具变量ꎬ 其有效性基于双重逻辑: 其一ꎬ 通商口岸通

过促进工商业发展显著增强了捐官动机 (燕红忠和卫辛ꎬ ２０２０)ꎬ 满足相关性条件ꎻ 其

二ꎬ 口岸设立作为鸦片战争后的外生冲击ꎬ 与地区内生性社会冲突无直接关联ꎬ 满足排

他性约束ꎮ 结果显示ꎬ 开埠通商显著推动了该府捐官的影响程度ꎬ 而捐官影响程度更高

的府经历了更多的社会冲突ꎮ 相比基准回归结果ꎬ 工具变量法得到的系数更大ꎬ 表明基

准估计可能低估了捐官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联ꎮ
(三) 捐官与社会冲突: 基于微观个体层面的考察

１􀆰 实证模型与基本结果

前文从整体宏观层面分析了捐官对社会冲突的影响ꎬ 但上述数据处理过程可能存在

以下问题ꎮ 首先ꎬ 在构造府级层面捐官的影响程度时ꎬ 仅依赖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

编» 中最后一次月选任职信息ꎬ 无法全面反映每位官员历次任职对社会冲突的影响ꎮ 其

次ꎬ 该书并未完整记录清朝所有官员的履历ꎬ 可能存在数据缺失或者遗漏ꎬ 从而会导致

测量误差问题ꎮ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ꎬ 我们充分挖掘 ３７ ３７５ 位官员的所有任职信息ꎬ 从微

观个体层面考察官员的捐纳行为、 捐纳名目以及实官等级对社会治理产生的异质性后果ꎮ
为此ꎬ 截面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设定如下: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０ꎬ １) ＝ Φ(β１Ｊｕａｎｎａｉ(０ꎬ １) ＋ 􀰐βｉＸ ｉ ＋ 􀰐β ｊＸ′ｉ ＋ εｉ) (２)

其中ꎬ ｉ 表示官员个体ꎮ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ｉ(０ꎬ １)为官员任期内是否发生社会冲突的哑变

量: 对于过往任职经历ꎬ 若官员在任期内所在府发生社会冲突ꎬ 则设置为 １ꎻ 若官员在

最后一次月选任职后三年内其任职所在府发生社会冲突ꎬ 则同样设置为 １ꎮ Ｊｕａｎｎａｉ(０ꎬ
１)为官员捐纳经历 (包括功名、 实职等名目) 的哑变量ꎬ 若官员有捐纳行为则设置为 １ꎬ
反之则为 ０ꎮ 本文将捐纳行为按照实职、 功名、 虚衔及实官等级进行分类ꎬ 以便进行异

质性分析ꎮ Ｘ ｉ 为官员历次任职所在府的地理、 交通、 经济、 人口、 政治等控制变量的加

权平均值ꎮ 这些控制变量有助于在控制外部环境对结果的潜在干扰下ꎬ 更为准确地评估

捐官对社会冲突的影响ꎮ
Ｘ′ｉ 包含官员个体层面的特征变量: Ａｇｅꎬ 本文使用官员参加月选时的年龄 (取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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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个人能力和治理经验的指标ꎮ Ｊｉｎｓｈｉ(０ꎬ １)ꎬ 清代按官员的出身资格以确认铨选班

次、 升迁方式与官职缺分ꎬ 正途出身的科举人才更占铨选优势ꎮ Ｊｉｎｓｈｉ(０ꎬ １)是官员是否

获得进士功名的哑变量ꎬ 获得进士则赋值为 １ꎬ 反之为 ０ꎮ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０ꎬ １)ꎬ 清代是少数民

族统治的王朝ꎬ 统治者在官制设计中往往偏爱满族和蒙古族出身的官员ꎬ 在重要部门上

设置满人专缺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ꎮ 基于忠诚和能力的差异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治理绩

效 (Ｘｉꎬ ２０１９)ꎬ 如果官员是满族或蒙古族ꎬ 则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０ꎬ １)赋值为 １ꎬ 否则为 ０ꎮ Ｙｉｎｘｉ
(０ꎬ １)ꎬ 荫袭是特权制度的一种ꎬ 是勋贵子弟依靠祖辈权位取仕之捷径ꎮ① 统治者借荫

袭制度可以换取官僚阶层的支持ꎬ 起到稳定政权、 笼络人心的实效ꎬ 但依靠贵阀之家累

代受荫的官员个体能力可能尚待考量ꎮ 若官员通过荫袭入仕ꎬ 则 Ｙｉｎｘｉ(０ꎬ １)设置为 １ꎬ
反之为 ０ꎮ Ｂａｏｊｕ(０ꎬ １)ꎬ 若官员获得二品及以上品阶官员的保举ꎬ 则 Ｂａｏｊｕ(０ꎬ １)设置为

１ꎬ 反之为 ０ꎮ② Ｆａｍｉｌｙ(０ꎬ １)ꎬ 精英的亲缘网络与国家能力密切相关ꎬ 官员背后的政治势

力是影响官员仕途的重要因素 (Ｗａｎｇꎬ ２０２２)ꎮ 若官员三代以内的直系血亲是朝廷二品

及以上的高级官员ꎬ 则 Ｆａｍｉｌｙ (０ꎬ １) 设置为 １ꎬ 否则为 ０ꎮ
表 ５ 从微观个体层面考察了官员的捐纳行为对社会治理的影响ꎮ 第 (１)—(３) 列的

被解释变量定义为任职所在省份是否发生社会冲突的哑变量ꎮ 第 (１) 列为未添加任何控

制变量的估计结果ꎮ 第 (２) 列控制了官员个体层面的基本特征ꎬ 第 (３) 列加入了官员

任职地的府级特征ꎮ 结果显示ꎬ 任职年龄、 汉族身份、 进士功名和家庭政治背景可以显

著降低官员任职期内社会冲突发生的概率ꎬ 而具有捐纳经历的官员则显著提高了任期内

社会冲突发生的概率ꎮ 本文关注府级层面社会冲突的发生率ꎬ 第 (４) 列的被解释变量替

换为官员任期内所在府是否发生社会冲突的哑变量ꎮ 结果显示ꎬ 官员的捐纳经历使府级

层面的社会冲突发生概率显著提升 ２􀆰 ６％ꎮ 第 (５) 列和第 (６) 列为 ＯＬＳ 模型的估计结

果ꎬ 分别以官员任职所在省、 府是否发生社会冲突的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ꎮ 在控制

官员个体特征后ꎬ 捐纳制度对社会治理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结论依然稳健ꎮ

表 ５　 捐官与社会冲突: 基于微观个体层面的考察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ｉ(０ꎬ 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Ｊｕａｎｎａ(０ꎬ １)
０􀆰 １２４∗∗∗ ０􀆰 １２３∗∗∗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６∗∗∗ ０􀆰 ０６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Ａｇｅ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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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代荫袭制有恩荫、 难荫、 特荫三种ꎮ 恩荫准许京官四品、 外官三品、 军官二品以上官员送子入国
子监学习并授予官阶或职务ꎮ 难荫是酌情授予阵亡、 殉职的官吏后代以官职ꎮ 特荫是择取功臣后裔
或前世名人的后代授予官职ꎮ
晚清时期ꎬ 出于笼络官僚群体、 恢复统治秩序之目的ꎬ 清廷予以特旨允准各省督抚保举人才ꎮ “如
才猷卓越、 克济时艰ꎬ 无论官阶大小ꎬ 出具切实考语ꎬ 迅速保荐ꎬ 以备录用ꎮ” 庚子国变之后ꎬ 除
军功、 剿匪、 劝捐、 河工等保举名目外ꎬ 平定匪乱、 筹措赔款、 外务交涉以及边防安全等事务催生
出使、 交涉、 边防等新保举名目ꎬ 造成 “科举初停ꎬ 学堂未广” 而 “捐例未止ꎬ 保案尚多” 的局
面ꎮ 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官员子弟的优待和特权ꎬ 预捐升阶和乞人保举成为官员晋升之
“捷径”ꎮ



(续表)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ｉ(０ꎬ 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０ꎬ 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５９∗∗∗ ０􀆰 ０３５∗∗∗ ０􀆰 ０６２∗∗∗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Ｊｉｎｓｈｉ(０ꎬ 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Ｙｉｎｘｉ(０ꎬ 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５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５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５)

Ｂａｏｊｕ(０ꎬ １)
０􀆰 ０８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７２) (０􀆰 １５９) (０􀆰 １００) (０􀆰 １７２) (０􀆰 １２０)

Ｆａｍｉｌｙ(０ꎬ １)
－０􀆰 ０３０∗∗∗ －０􀆰 ０５３∗∗∗ －０􀆰 ０９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７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７ ３７５ ３７ ３１６ ２２ １０９ ２２ １０９ ２２ １０９ ２２ １０９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 Ａｄｊ􀆰 ￣Ｒ２ ０􀆰 ０２３０ ０􀆰 ０２４５ ０􀆰 ０５３８ ０􀆰 ０４６８ ０􀆰 ０５６７ ０􀆰 ０３０３
注: 第 (１)—(４) 列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ꎬ 汇报的是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回归后得到的各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ꎬ

估计点为各变量的样本平均值ꎻ 第 (５)—(６) 列采用 ＯＬＳ 模型ꎻ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ꎮ ｐ 值含义上ꎬ
∗∗∗表示 ｐ<０􀆰 ０１ꎬ ∗∗表示 ｐ<０􀆰 ０５ꎬ ∗表示 ｐ<０􀆰 １ꎮ

２􀆰 捐纳名目与社会冲突

上述研究揭示了捐官制度对社会治理的负面影响ꎬ 但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其异质性效

应ꎮ 首先ꎬ 清代捐纳制度涵盖了多种名目ꎬ 包括功名 (如生员、 贡生)、 实职 (如知县、
知府、 道员) 及虚衔 (如花翎、 品衔)ꎬ 不同类型的捐纳名目可能对社会治理产生差异

化的影响ꎮ 其次ꎬ 清代 “九品十八阶” 官僚体系中ꎬ 不同品阶的官员在权力与待遇方面

存在显著差异ꎬ 即使是通过捐纳方式获得的实职ꎬ 品阶的不同也可能导致捐官对社会治

理的影响呈现差异ꎮ
本文对 １５ ７５８ 条官员的捐纳履历进行分析ꎬ 将式 (２) 是否捐纳哑变量 Ｊｕａｎｎａ ｉ(０ꎬ

１) 按具体名目进行分类ꎮ 在纳入地区控制变量及官员个体特征后ꎬ 表 ６ 分析了捐纳名

目对社会冲突的异质性效应ꎮ 具体而言ꎬ 第 (１) 列的解释变量为官员是否仅捐纳实

职 (如县官、 道员等) 的哑变量ꎬ 如是则设置为 １ꎬ 否则为 ０ꎻ 被解释变量为官员任期

内所在府是否发生社会冲突的虚拟变量ꎮ 结果显示ꎬ 官员捐纳实职使任职所在府社会

冲突发生的概率增加 ２􀆰 ３％ꎬ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ꎮ 在第 (２) 列和第 (３) 列中ꎬ 解

释变量分别替换为官员是否仅捐纳功名 (如监生、 贡生) 和是否仅捐纳虚衔 (如花

翎、 品衔) 的哑变量ꎮ 结果发现ꎬ 官员仅捐纳功名和虚衔的经历对社会冲突没有显著

性影响ꎮ 通过对捐纳类型的细分分析ꎬ 本文支持了捐官制度与社会治理不良后果之间

的关联ꎬ 为进一步理解清朝官僚体系的复杂运作机制及其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提供了

实证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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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捐纳名目对社会冲突的异质性影响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ｉ (０ꎬ １)

捐纳实职
(１)

捐纳功名
(２)

捐纳虚衔
(３)

Ｊｕａｎｎａ(０ꎬ 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９０)

Ａｇｅ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０ꎬ １)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Ｊｉｎｓｈｉ(０ꎬ １)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Ｙｉｎｘｉ(０ꎬ 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Ｂａｏｊｕ(０ꎬ 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４

(０􀆰 １００) (０􀆰 ０９７) (０􀆰 ０９９)

Ｆａｍｉｌｙ(０ꎬ １)
－０􀆰 ０９０∗∗∗ －０􀆰 ０９０∗∗∗ －０􀆰 ０８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２ １０９ ２２ １０９ ２２ １０９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４５６ ０􀆰 ０４４４ ０􀆰 ０４４２

注: 本表为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估计结果ꎬ 汇报的是回归后得到的各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ꎬ 估计点为各变
量的样本平均值ꎻ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ꎻ 后同ꎮ

３􀆰 实官等级与社会冲突

本文数据显示ꎬ 实官捐纳的等级分布呈现不均衡的特征: 未入流及九品为 １􀆰 ２４％ꎬ
八品为 １０􀆰 ５６％ꎬ 七品为 ２９􀆰 ０９％ꎬ 六品为 １５􀆰 ９０％ꎬ 五品为 ２５􀆰 ５３％ꎬ 四品为 １７􀆰 ４７％ꎬ 三

品及以上为 ２􀆰 ０５％ꎮ 与以往研究一致 (伍跃ꎬ ２０１３)ꎬ 在文职捐纳中ꎬ 道员为最高职位ꎬ
属正四品ꎮ 而捐纳三品官职 (如参将、 护军参领、 协领等)、 二品官职 (如副将、 协副

将) 的比例达 ２􀆰 ０５％ꎬ 且这些官职均为武职ꎮ 根据清朝的制度ꎬ 捐纳者通常可以从未入

流逐级进行加捐ꎬ 所需费用随着官职品阶的升高而递增ꎮ 例如ꎬ 初捐未入流官职需支付

银 １５３ 两ꎬ 而报捐知县则需捐银 ４ ７６１ 两ꎬ 捐纳道员的费用更是高达 ９ ９０９ 两ꎮ 若希望不

论双单月即被选用ꎬ 还需额外加捐 ８６４ 两ꎮ 此外ꎬ 就虚衔的情形而言ꎬ 在外文职如需加

级三品升衔ꎬ 则需捐银 １８５ 两ꎻ 而捐纳四品以下花翎则要求 １ ０００ 两 (志伊斋ꎬ １９９５)ꎮ
捐纳意愿受到俸禄预期、 寻租获利、 职衔声望以及报捐价格的密切影响ꎮ 即使获得官职ꎬ
所得的显性收入与捐纳成本之间仍显不平衡ꎮ 捐员在获得官缺后ꎬ 挖空心思敛财以收回

捐银的行为屡见不鲜 (熊月之ꎬ ２０１７)ꎮ 中下级吏员收入微薄ꎬ 通过应差办案获取额外收

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ꎮ 知县为实官捐纳中最常被选之职ꎬ 占比为 ２７％ꎻ 其次为州同、 同

知和通判ꎮ 捐纳者通常可以通过 “捐本班优先选用” 途径获取 “腴缺” 知县的职位ꎬ 成

为晋升仕途、 迅速敛财的捷径ꎮ 据 «清裨类钞» 记载ꎬ “官之岁入ꎬ 县令尤巨ꎬ 年得数

者为瘠缺矣ꎬ 然以视他项商业ꎬ 则独赢ꎮ 腴者多至十万ꎬ 亦仅就钱粮漕米之平余计之耳ꎬ
若不恤人言ꎬ 遇事纳贿ꎬ 则可至数十万” (徐珂ꎬ １９８４ 年ꎬ 第 １３５８—１３５９ 页)ꎮ 因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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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捐纳名目、 获职成本以及官职权力的差异ꎬ 不同品阶的实官捐纳对社会治理的影响

可能存在显著性差异ꎮ
表 ７ 探讨了捐纳实官品阶对社会冲突影响的异质性ꎮ 捐纳实官的等级与社会冲突发

生概率之间呈现倒 Ｕ 形关系: 捐纳未入流至七品官职使府级层面社会冲突发生的概率分

别增加 １􀆰 ８％、 ７􀆰 ０％和 ７􀆰 ６％ꎬ 且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ꎻ 捐纳五品和四品官职则未

表现出显著影响ꎻ 捐纳三品及以上官职则展现出显著的抑制效果ꎻ 然而ꎬ 以知县 (七
品) 为代表的中下层级的实官捐纳对社会冲突的负面效应更为显著ꎮ 这一结论彰显了州

县治理在历史政治结构中的关键作用ꎬ 正如清代徐栋 «牧令书» 所言: “天下事莫不起

于州县ꎬ 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ꎮ”①

表 ７　 捐纳实官等级对社会冲突的异质性影响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ｉ (０ꎬ １)

未入流
和九品
(１)

八品
(２)

七品
(３)

六品
(４)

五品
(５)

四品
(６)

三品及
以上
(７)

Ｊｕａｎｎａ(０ꎬ 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５ －０􀆰 ０６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２)

Ａｇｅ
－０􀆰 ０３９∗∗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０ꎬ 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Ｊｉｎｓｈｉ(０ꎬ 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Ｙｉｎｘｉ(０ꎬ 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Ｂａｏｊｕ(０ꎬ 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０􀆰 １０２)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１) (０􀆰 ０９９)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１)

Ｆａｍｉｌｙ(０ꎬ １)
－０􀆰 ０９３∗∗∗ －０􀆰 ０９４∗∗∗ －０􀆰 ０９２∗∗∗ －０􀆰 ０８９∗∗∗ －０􀆰 ０９２∗∗∗ －０􀆰 ０９２∗∗∗ －０􀆰 ０８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２ １０９ ２２ １０９ ２２ １０９ ２２ １０９ ２２ １０９ ２２ １０９ ２２ １０９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４４４ ０􀆰 ０４４２ ０􀆰 ０４４７ ０􀆰 ０３６３ ０􀆰 ０４３８ ０􀆰 ０４３９ ０􀆰 ０４４４

五、 机制分析

如前所述ꎬ 捐官对任职地社会冲突的发生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ꎮ 那么ꎬ 其具体的传

导机制是什么? 捐官通过何种渠道对社会冲突产生影响? 实际上ꎬ 捐官作为一种官员选

拔制度ꎬ 会直接影响官员任职和社会治理能力ꎬ 同时这种选官制度也会影响官员晋升ꎮ
朝廷不以官员能力为标准选拔官员ꎬ 必然使官员的治理能力有所欠缺ꎬ 而且捐官为了收

回所付出的资金ꎬ 通常以敛财为主要目的而不顾及公共利益ꎮ 当国家能力示微、 社会问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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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爆发时ꎬ 捐官既可能缺乏治理能力ꎬ 也可能缺乏治理问题的激励ꎬ 无论何种情形ꎬ 最

终可能加剧社会冲突的发生ꎮ 此外ꎬ 捐纳这种选拔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官员选拔秩

序ꎬ 并对科举等其他选官方式造成了挤出效应ꎬ 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官员晋升受到阻

碍ꎬ 会打击官员的工作积极性ꎬ 这也是官员治理能力削弱、 社会冲突加剧的重要因素ꎮ
(一) 捐官与治理能力: 来自粮食价格和赈灾次数的证据

官员治理能力的弱化是导致社会冲突频发的一个核心因素ꎮ 晚清时期ꎬ 捐纳制度的

泛滥导致官场中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ꎮ “有力者子弟相沿ꎬ 争为垄断ꎻ 无力者借贷而至ꎬ
易于取偿ꎮ”① 富家子弟通过金钱捐得官职ꎬ 形成了一种官场垄断现象ꎻ 而财力不足者则

依赖借贷ꎬ 一旦上任ꎬ 往往会通过不正当手段如侵吞公款等方式偿还债务ꎮ 经办捐纳的

官员公开 “卖官卖法ꎬ 贪污中饱”ꎮ 多数捐纳出身的官吏 “不能发愤自砺ꎬ 志趣卑陋ꎬ
甘于污下ꎬ 久居民上ꎬ 茶毒小民” (谢俊美ꎬ ２００１)ꎮ 不少捐官到任后ꎬ 惟以 “敛财以补

偿之计”ꎬ “收受陋规为职事”ꎮ 而那些捐有官衔的纨绔子弟ꎬ 更是依 “官” 仗势ꎬ 横行

不法 (谢俊美ꎬ ２００１)ꎮ 至晚清时期ꎬ 捐纳扩大化ꎬ 捐纳人员骤增ꎬ 由于补缺无期ꎬ 一旦

署事ꎬ 犹如饿虎入羊群ꎬ 其贪得无厌ꎬ 可想而知ꎮ 捐纳人员以赀得官、 以官为市的行为

加重了吏治的腐败ꎬ 而国家也因捐官的贪墨行为承受了更大的财政损失ꎮ 在此情形下ꎬ
捐官任职后ꎬ 面对灾害ꎬ 自然无暇顾及ꎬ 参与赈灾救济的积极性大大下降ꎮ

农业在传统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ꎬ 粮食危机及应对策略一直是经济史学界

关注的重点议题 (Ｗｏｎｇꎬ １９８２ꎻ Ｃｈｅｎ 和 Ｋｕｎｇꎬ ２０１６ꎻ Ｊｉａꎬ ２０１４)ꎬ 现有文献也强调了以

平抑粮价和灾荒救济为主的政府行为是降低社会冲突的重要方式 (颜色和刘丛ꎬ ２０２４)ꎮ
粮食作为治国安邦之根基ꎬ 其价格波动尤为关键ꎮ 为此ꎬ 清政府推行了雨泽粮价奏报制

度ꎬ 建立以官仓为主的粮食供应体系ꎬ 并将粮食稳定作为官员考核的重要内容ꎮ 此外ꎬ
清政府历来重视将救灾成效与吏治紧密结合ꎬ 从中央到地方州县建立起一套包含报灾、
勘灾、 筹赈、 赈灾、 善后等方面的系统性救灾制度ꎮ 清代吏部颁布的条例将官员的救灾

责任法律化ꎬ 对官员在报灾、 勘灾、 蠲免、 缓征、 平粜等赈灾环节中的失责行为ꎬ 均设

有惩处条文ꎮ 理论上ꎬ 粮价过高可能导致民众购买力下降、 社会分化加剧ꎻ 同时ꎬ 外部

冲击所引起的粮食短缺和治理不当也可能激化社会矛盾ꎬ 从而动摇政府的执政基础ꎮ 随

着晚清捐纳制度的泛滥以及捐员对吏治的侵蚀ꎬ 以抢米风潮和抗官抗绅为表现的社会冲

突对王朝稳定构成了威胁ꎮ
有鉴于此ꎬ 本文使用府级层面的粮食价格 (Ｒｉｃｅ) 与赈灾记录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衡量

官员的治理能力ꎮ 考虑到粮价波动可能是社会冲突的结果而非原因ꎬ 这里增加上一年度

是否发生社会冲突 (Ｌ􀆰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这一控制变量以在一定程度上识别粮价机制ꎮ 表 ８
第 (１)—(４) 列采用府级面板数据进行 ＯＬＳ 模型估计ꎬ 第 (５)—(８) 列运用微观个体

数据进行截面 ＯＬＳ 模型估计ꎮ 第 (１)—(３) 列、 第 (５)—(７) 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府级

层面小麦或中米的价差 (最高－最低价)、 价格均值和方差ꎮ 第 (４) 列和第 (８) 列的被

解释变量为各府是否赈灾的虚拟变量ꎬ 如该府有灾蠲、 赈济、 缓征、 平粜等赈灾记录则

设置为 １ꎬ 反之为 ０ꎮ 结果表明ꎬ 捐官显著提高了粮食价格ꎬ 并加剧了其波动性ꎮ 第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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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结果显示ꎬ 捐官影响程度每增加 １ 个标准单位ꎬ 政府参与赈灾的概率平均减少 ０􀆰 ４５ꎬ
这一结论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ꎮ 本文结果表明ꎬ 捐官会导致其任职所在府的粮价高涨或者

异常波动ꎬ 抑制政府救济行为ꎬ 进而增加社会冲突的潜在风险ꎮ

表 ８　 捐官与治理能力: 来自粮食价格和赈灾的证据

Ｒｉｃ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Ｒｉｃ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Ｊｕａｎｎａ
１􀆰 ６５１∗∗∗ ０􀆰 １６８∗∗ ２􀆰 ９６７∗∗∗ －０􀆰 ４５０∗∗∗

(０􀆰 ２９６) (０􀆰 ０８４) (０􀆰 ４７１) (０􀆰 １９０)
Ｊｕａｎｎａ
(０ꎬ １)

０􀆰 ４８１∗∗∗ ０􀆰 ６４５∗∗∗ ０􀆰 ５０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９)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６)
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０􀆰 １６０∗∗∗ －０􀆰 ００２ －０􀆰 １２９ ０􀆰 ０１８ ０􀆰 ３０７∗∗∗ ０􀆰 ２５９∗∗∗ ０􀆰 ９１７∗∗∗ －０􀆰 ０８９∗∗∗

(０􀆰 ０５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８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７６) (０􀆰 ０９６) (０􀆰 １００) (０􀆰 ００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４ ０８４ ２４ ０８４ ２４ ０８４ ６１ ９９２ １７ ６１０ １７ ６１０ １７ ６１０ １７ ６１０
Ａｄｊ􀆰 ￣Ｒ２ ０􀆰 １００６ ０􀆰 １５８４ ０􀆰 ０３９８ ０􀆰 １１２５ ０􀆰 １１５７ ０􀆰 １２８０ ０􀆰 ０４３２ ０􀆰 ０４８５

注: 第 (１)—(４) 列为府级面板数据 ＯＬＳ 模型的估计结果ꎬ 第 (５)—(８) 列为微观个体数据 ＯＬＳ
模型的估计结果ꎻ 本文控制了时间、 府级固定效应ꎬ 括号内为在府级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ꎮ

(二) 捐官与晋升激励: 激励机制、 逆向选择和社会流动

社会阶层流动和精英晋升渠道的阻碍是社会冲突的重要诱因 (Ｂａｉ 和 Ｊｉａꎬ ２０１６ꎻ Ｈａｏ
等ꎬ ２０２２)ꎮ 首先ꎬ 捐官制度导致官员激励机制扭曲、 逆向选择问题加剧ꎬ 使官员应对公

共治理问题时动力不足ꎬ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冲突ꎮ 当官员晋升与经济利益挂

钩时ꎬ 官员更加关注如何收回捐官成本ꎬ 倾向于通过非正常手段 (如贪污腐败) 来攫取

收益ꎮ 捐官的盛行导致选拔和晋升标准脱离官员自身治理能力ꎮ 激励机制的扭曲使官员

主要关注个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ꎬ 致使公共政策执行效率下降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和 Ｔｕｌｌｏｃｋꎬ
１９６５ꎻ Ｌａｆｆｏｎ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ꎬ １９９３)ꎮ 其次ꎬ 捐官制度普及加剧了精英选拔中逆向选择的问题ꎮ
清代按照正途和异途划分官员出身ꎬ 以此决定铨选班次、 升迁路径与官职缺分ꎮ 咸同军

兴之后ꎬ 捐纳、 保举与科举呈现 “三途” 并行的态势ꎬ 加剧了精英选拔过程中的信息不

对称ꎮ 由于缺乏有效的选拔机制ꎬ “劣币驱逐良币” 的现象在官僚体系中蔓延ꎮ 捐官涌

入加剧了科举竞争难度ꎬ 官选过程的不确定性增加ꎬ 导致科举选士功能极大弱化ꎮ 一些

没有财力但有能力的人才被排除在精英选拔之外ꎬ 而有财力但能力不足的人却通过捐官

进入官场ꎬ 导致政府机构低效ꎬ 官员腐败行为加剧ꎮ 此外ꎬ 捐官制度作为清代官僚体系

的一种独特现象ꎬ 显著阻碍了社会阶层流动的正常渠道ꎮ 通过将财富置于官员选拔的核

心位置ꎬ 该制度削弱了科举制度原本所提供的公平竞争环境ꎮ 捐官者依靠财力而非才能

跻身仕途ꎬ 科举优等者的晋升路径严重受阻ꎬ 这一不公现象引发了社会民众的普遍不满ꎮ
这种愈发固化的社会结构加剧了阶层矛盾ꎬ 使得底层民众对统治阶层积怨日深ꎬ 严重损

害了社会稳定ꎬ 成为清末社会冲突频繁爆发的重要动因之一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不满情绪

在各阶层中蔓延ꎬ 特别对那些试图通过个人努力实现社会流动的普通民众而言ꎬ 对捐官

制度的反感逐渐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秩序的质疑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 这种不满演变为公开的

社会冲突与动荡ꎮ 晚清时期ꎬ 社会利益层次错综复杂ꎬ 加之科举制度的停废以及卖官鬻

２４２



爵的盛行ꎬ 致使民众积怨推动了一系列民间抗争和起义活动ꎮ
最后ꎬ 制度具有塑造政治行为的作用 (Ｎｏｒｔｈꎬ １９９０)ꎬ 而捐官制度加速了新兴官僚

阶层的崛起ꎬ 并通过新式教育、 革命团体等途径重塑了政治格局ꎬ 推动了政治制度变革ꎮ
这一过程展现了制度安排对社会动态结构的深远影响ꎬ 揭示了经济资源不平等分配如何

通过制度化途径阻碍社会流动并引发深层次的社会动荡ꎮ 综上所述ꎬ 捐纳制度作为一种

“饮鸩止渴” 的机制可能形成 “路径依赖”ꎬ 导致长期的官员激励扭曲和逆向选择问题ꎬ
不仅会影响官僚队伍的质量和效能ꎬ 还可能对社会政治结构和政治变革产生深远影响ꎮ
一方面ꎬ 捐纳制度颠覆了传统精英的晋升渠道和反腐机制ꎬ 削弱了官员的治理能力ꎻ 另

一方面ꎬ 大量捐官涌入官僚体系ꎬ 引起了民众的不满ꎬ 导致晚清时期民变频发ꎮ
表 ９ 从官员内部晋升激励这一渠道解释捐官对阶层流动的影响ꎮ 我们采用一品官阶

设为 １０ꎬ 二品官阶设为 ９ 的等级设置ꎬ 以此类推ꎬ 通过实证分析估计捐纳行为对官员晋

升的边际效应ꎮ 根据每位官员的捐纳经历ꎬ 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０ꎬ １) 为捐官是否有捐纳功名经历

的虚拟变量ꎬ 如是则设置为 １ꎬ 否则为 ０ꎮ Ｓｈｉｚｈｉ(０ꎬ １) 为官员是否捐纳实职的虚拟变

量ꎬ 如是则设置为 １ꎬ 反之为 ０ꎮ 第 (１)—(３) 列以官员首次任职品阶作为被解释变量ꎬ
第 (４)—(６) 列以官员本次铨选品阶 (即最后一次等级) 作为被解释变量ꎬ 并加入官员

任职地的交通、 人口、 政治等控制变量ꎮ 结果显示ꎬ 捐纳实职显著增加了官员第一次任

职、 本次铨选官职的品阶ꎬ 而进士这一功名对官员最后一次铨选的品阶几乎无影响ꎬ 说

明捐官对科举人才形成了压倒性的竞争ꎮ 这也意味着ꎬ 捐纳不仅为官员入仕提供了便利ꎬ
而且是助推职业生涯扶摇直上的 “快车道” 和 “直升梯”ꎬ 对官僚体系内的晋升乃至社

会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表 ９　 捐官、 晋升激励和阶层流动

第一次等级 最后一次等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Ｇｏｎｇｍｉｎｇ(０ꎬ １)
－０􀆰 １７４∗∗∗ －０􀆰 ２４０∗∗∗ ０􀆰 ０４５∗∗ －０􀆰 ０７０∗∗∗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Ｓｈｉｚｈｉ(０ꎬ １)
０􀆰 ２６９∗∗∗ ０􀆰 ３０６∗∗∗ ０􀆰 ５０７∗∗∗ ０􀆰 ５１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Ａｇｅ
０􀆰 ５２０∗∗∗ ０􀆰 ６３６∗∗∗ ０􀆰 ６３４∗∗∗ ０􀆰 ３１５∗∗∗ ０􀆰 ６９０∗∗∗ ０􀆰 ６９０∗∗∗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３)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０ꎬ １)
０􀆰 ２３７∗∗∗ ０􀆰 ２５６∗∗∗ ０􀆰 ２４２∗∗∗ ０􀆰 ８１８∗∗∗ ０􀆰 ８６１∗∗∗ ０􀆰 ８５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Ｊｉｎｓｈｉ(０ꎬ １)
０􀆰 ０９５∗∗∗ ０􀆰 １５６∗∗∗ ０􀆰 １４２∗∗∗ －０􀆰 １３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Ｙｉｎｘｉ(０ꎬ １)
１􀆰 ０４９∗∗∗ １􀆰 ０２０∗∗∗ １􀆰 ０６０∗∗∗ ０􀆰 ８７３∗∗∗ ０􀆰 ９７２∗∗∗ ０􀆰 ９８２∗∗∗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０)

Ｂａｏｊｕ(０ꎬ １)
－１􀆰 ０１０∗ －１􀆰 ０７７∗∗ －１􀆰 １１７∗∗ －０􀆰 ３３９ －０􀆰 ３２６ －０􀆰 ３３２
(０􀆰 ５６６) (０􀆰 ５３６) (０􀆰 ５３２) (０􀆰 ５１４) (０􀆰 ５１２) (０􀆰 ５１０)

Ｆａｍｉｌｙ(０ꎬ 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５５ －０􀆰 ０２４ ０􀆰 ２８１∗∗∗ ０􀆰 ２０６∗∗∗ ０􀆰 ２１５∗∗∗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８)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７ ６５３ ２７ ６５３ ２７ ６５３ ３４ ７３４ ３４ ７３４ ３４ ７３４
Ｒ２ ０􀆰 ０４３６ ０􀆰 ０４８８ ０􀆰 ０５３０ ０􀆰 １０６３ ０􀆰 １３５７ ０􀆰 １３６０

注: 本表为截面 ＯＬＳ 模型的估计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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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通过民众不满情绪这一视角ꎬ 探讨了捐官制度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ꎮ 我们使

用籍贯地的捐纳情况作为测量指标ꎬ 以评估民众对于捐纳制度对社会流动阻碍的感知ꎮ
具体地ꎬ 本文以籍贯地捐纳情况为核心测量维度: 一是计算该府当月铨选中按籍贯地统

计的捐官人数自然对数ꎬ 以衡量当地民众对捐纳规模的感知ꎻ 二是计算该府当月铨选中

按籍贯地统计的捐官人数占同期府级职位总数的比例ꎬ 以刻画民众对捐官群体渗透官僚

体系程度的认知差异ꎮ 鉴于民众对捐纳制度阻碍社会流动的感知与区域科举考试竞争难

度存在关联ꎬ 我们依据每年各府的人均学额 (Ｑｕｏｔａ) 均值进行分类ꎬ 分为高 (Ｈｉｇｈ) 和

低 (Ｌｏｗ) 两个组别ꎮ 第 (１)—(４) 列的结果表明ꎬ 在人均科举配额较高的地区ꎬ 捐官

对社会冲突的影响不显著ꎮ 相较而言ꎬ 第 (５)—(８) 列的结果显示ꎬ 在人均学额较低ꎬ
即科举竞争压力更大的地区ꎬ 籍贯地和任职地的捐官数量对社会冲突的影响呈现出显著

的正相关ꎮ 这表明捐纳制度显著阻碍了社会流动ꎬ 并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和抗议ꎮ 这些结

果揭示了在不同科举竞争压力下ꎬ 捐官制度对地方社会动态的差异化影响ꎬ 强调了制度

性安排如何通过影响公众感知和阶层流动通道ꎬ 塑造社会稳定与冲突的基础ꎮ

表 １０　 捐官、 阶层流动和社会冲突

Ｑｕｏｔａ＿Ｈｉｇｈ Ｑｕｏｔａ＿Ｌｏｗ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０)

ｌｎ(Ｊｕａｎｎａ)＿
籍贯地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Ｊｕａｎｎａ)＿

籍贯地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Ｊｕａｎｎａ＿任职地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３ ０􀆰 １７９∗∗∗ ０􀆰 １８０∗∗∗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 ７８６ ２０ ７８６ ２０ ７８６ ２０ ７８６ ４１ ２０６ ４１ ２０６ ４１ ２０６ ４１ ２０６
Ａｄｊ􀆰 ￣Ｒ２ ０􀆰 １０４６ ０􀆰 １０４５ ０􀆰 １０４４ ０􀆰 １０４４ ０􀆰 ０９７８ ０􀆰 ０９８５ ０􀆰 ０９７８ ０􀆰 ０９８４

注: 本表展示了府级面板数据的 ＯＬＳ 模型估计结果ꎻ 控制了时间、 府级固定效应ꎬ 括号内为在府
级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ꎮ

六、 结　 论

清代是捐纳制度最为成熟的时期ꎬ 渗透于政治、 财政、 经济各方面的捐官对社会治

理和政治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本文通过构建清代官员数据库ꎬ 揭示了捐官行为与社会

冲突之间的内在联系ꎬ 为理解晚清社会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ꎮ 实证结果表明ꎬ 捐官

显著提升了社会冲突发生的概率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 捐官制度在不同时期对吏治产生了差

异化影响: 清前中期ꎬ 在政府对捐纳行为的严格管控下ꎬ 捐官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并不显

著ꎻ 至清后期ꎬ 捐官对社会冲突的作用显著为正ꎬ 主要是导致抢米风潮、 绅民纠纷、 劳

资纠纷以及农民与会党起义这几种类型的社会冲突频发ꎮ 晚清庞大的捐官群体渗透于冲、
繁、 疲、 难之重要府县以及要缺职位ꎬ 官僚治理能力弱化导致晚清民变风起云涌ꎮ 从捐

纳类型来看ꎬ 以中下层级为主的实官捐纳对社会冲突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ꎬ 而捐纳功名、
虚衔对社会冲突没有显著影响ꎮ 机制分析表明ꎬ 捐纳制度通过粮食价格、 赈灾次数和阶

层流动等对国家治理产生了负面影响ꎮ 这一发现为洞悉捐官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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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长期视野和实证证据ꎬ 为提升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提供了历史镜鉴ꎮ
捐纳最初是清政府为了筹集财政资金而开办ꎬ 实行初期ꎬ 由于对捐纳数量的严格控

制和捐官的严格管理ꎬ 捐纳弊端并未显现ꎮ 咸同以后ꎬ 由于财政困难ꎬ 捐纳进一步扩大

化ꎬ 捐纳的负面影响日渐加剧ꎮ 作为一种官员选拔方式ꎬ 捐纳原本既可弥补科举制度在

官员选拔中的不足ꎬ 还可充实财政资金ꎬ 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ꎬ 但在国家能

力较弱的情形下ꎬ 捐纳扩大化成为获取财政资金来源的工具ꎬ 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ꎬ 不

仅未能巩固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ꎬ 反而加剧了社会冲突ꎮ 捐纳的演进过程和历史影响表

明ꎬ 国家财政能力的提升是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ꎬ 企图通过暂时性的买

卖官爵筹集资金ꎬ 可能无法缓解长期财政能力不足的问题ꎬ 也未必能选出 “贤才”ꎬ 对

阶层流动和社会治理的效果甚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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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６ꎬ Ｎｏ􀆰 ２￣３: ５２２￣５３０􀆰

５０􀆰 Ｂｅｓｌｅｙꎬ Ｔ􀆰 ꎬ Ｐｅｒｓｓｏｎꎬ Ｔ􀆰 ꎬ ２０１４ꎬ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ꎬ
Ｐｅａｃｅꎬ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Ｊ]ꎬ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６ꎬ Ｎｏ􀆰 １: ９２７￣９４９􀆰

５１􀆰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ꎬ Ｊ􀆰 Ｍ􀆰 ꎬ Ｔｕｌｌｏｃｋꎬ Ｇ􀆰 ꎬ １９６５ꎬ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 [Ｍ]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５２􀆰 Ｃｈｅｎꎬ Ｓ􀆰 ꎬ Ｋｕｎｇꎬ Ｊ􀆰 Ｋ􀆰 Ｓ􀆰 ꎬ ２０１６ꎬ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ａｎｄ Ｍｅ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Ｃｒｏｐ 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Ｖｏｌ􀆰 ２１: ７１￣９９􀆰

５３􀆰 Ｄｉｎｃｅｃｃｏꎬ Ｍ􀆰 ꎬ Ｋａｔｚꎬ Ｇ􀆰 ꎬ ２０１６ꎬ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Ｒｕ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１２６ꎬ Ｎｏ􀆰 ５９０: １８９￣２１８􀆰

５４􀆰 Ｆｉｓｍａｎꎬ Ｒ􀆰 ꎬ Ｓｈｉꎬ Ｊ􀆰 ꎬ Ｗａｎｇꎬ Ｙ􀆰 ꎬ Ｗｕꎬ Ｗ􀆰 ꎬ ２０２０ꎬ “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 [Ｊ]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１１０ꎬ Ｎｏ􀆰 ６: １７５２￣１７８１􀆰

５５􀆰 Ｈａｏꎬ Ｙ􀆰 ꎬ Ｌｉｕꎬ Ｚ􀆰 ꎬ Ｗｅｎｇꎬ Ｘ􀆰 ꎬ Ｚｈｏｕꎬ Ｌ􀆰 Ａ􀆰 ꎬ ２０２２ꎬ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Ｂａｄ Ｇｅｎｔｒｙ: Ｔｈｅ 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ｊｕꎬ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Ｅｌｉｔ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ꎬ １９０２—１９１１” [Ｊ]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８２ꎬ
Ｎｏ􀆰 ３: ６２５￣６６１􀆰

５６􀆰 Ｊｉａꎬ Ｒ􀆰 ꎬ ２０１４ꎬ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ｈｏｃｋｓꎬ Ｓｗｅｅｔ Ｐｏｔａｔｏ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Ｒｅｖｏｌｔ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Ｊ]ꎬ Ｔｈｅ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１２４ꎬ Ｎｏ􀆰 ５７５: ９２￣１１８􀆰

５７􀆰 Ｋａｓｋｅꎬ Ｅ􀆰 ꎬ ２０１１ꎬ “Ｆｕｎｄｒａｉｓｉｎｇ Ｗａ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
ｎａ” [Ｊ]ꎬ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７１ꎬ Ｎｏ􀆰 １: ６９￣１４１􀆰

５８􀆰 Ｋｕｎｇꎬ Ｊ􀆰 Ｋ􀆰 ꎬ Ｍａꎬ Ｃ􀆰 ꎬ ２０１４ꎬ “Ｃ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ｓ
ｉｎ Ｑ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Ｊ]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１１１ꎬ Ｎｏ􀆰 １: １３２￣１４９􀆰

５９􀆰 Ｌａｆｆｏｎｔꎬ Ｊ􀆰 Ｊ􀆰 ꎬ Ｔｉｒｏｌｅꎬ Ｊ􀆰 ꎬ １９９３ꎬ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ꎬ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６０􀆰 Ｎｏｒｔｈꎬ Ｄ􀆰 Ｃ􀆰 ꎬ １９９０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６１􀆰 Ｏｐｐｅｒꎬ Ｓ􀆰 ꎬ Ｎｅｅꎬ Ｖ􀆰 ꎬ Ｂｒｅｈｍꎬ Ｓ􀆰 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ｏｍｏｐｈｉ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ｅｅ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

[Ｊ]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５４: ３３２￣３５２􀆰
６２􀆰 Ｗａｎｇꎬ Ｓ􀆰 ꎬ Ｚｈａｎｇꎬ Ｂ􀆰 ꎬ ２０２３ꎬ “Ｂｕｄｄｈａ􀆳ｓ Ｇｒａｃｅ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ｓ Ａｌｌ: Ｔｅｍｐｌ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Ｊ]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９０ꎬ Ｎｏ􀆰 ３６０: １３３５￣１３６１􀆰
６３􀆰 Ｗａｎｇꎬ Ｙ􀆰 ꎬ ２０２２ꎬ “Ｂｌｏｏｄ ｉｓ Ｔｈｉｃｋｅｒ Ｔｈ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Ｅｌｉｔｅ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Ｊ]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１１６ꎬ Ｎｏ􀆰 ３: ８９６￣９１０􀆰
６４􀆰 Ｗｏｎｇꎬ Ｒ􀆰 Ｂ􀆰 ꎬ １９８２ꎬ “Ｆｏｏｄ Ｒｉｏ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Ｊ]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 ４:

７６７￣７８８􀆰
６５􀆰 Ｘｉꎬ Ｔ􀆰 ꎬ ２０１９ꎬ “Ａｌｌ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Ｍｅ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Ｊ]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５２ꎬ Ｎｏ􀆰 ８: １０９９￣１１３０􀆰
６６􀆰 Ｙａｏꎬ Ｙ􀆰 ꎬ Ｚｈａｎｇꎬ Ｍ􀆰 ꎬ ２０１５ꎬ “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Ｊ]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Ｖｏｌ􀆰 ２０: ４０５￣４３６􀆰
６７􀆰 Ｚｈａｎｇꎬ Ｌ􀆰 Ｃ􀆰 ꎬ ２０１３ꎬ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Ｅｌｉ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Ｑ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Ｊ]ꎬ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７３ꎬ Ｎｏ􀆰 ２: ２５９￣２９７􀆰

７４２



Ｔｈｅ Ｓａｌｅ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ｅｓꎬ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１７２２￣１９１１)

Ｃｈｅｎ Ｊｕａｎ１ꎬ Ｌｉ Ｙｕｗｅｉ２ꎬ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ｙｕ１

(１􀆰 ＰＢＣ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ｓａｌｅ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ｅｓꎬ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ｊｕａｎｎａꎬ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ｔｈ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Ｊｕａｎｎａ ｗ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ｈａｄ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ａ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３２８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７２３ ｔｏ １９１１ꎬ ｏｕ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ｅ￣
ｆｅｃ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ｒｓ ｓａｗ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 ｅｓｐｅ￣
ｃｉａｌ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ｔｉｅｒ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ｒｓ ｈａｄ ａ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ｗｈｏ ｏｎｌｙ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ｄ ａｃａｄ￣
ｅｍｙ ｄｅｇｒｅｅｓꎬ ｂｒｅｖｅｔ ｔｉｔｌｅｓꎬ ｏ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ｓｉｇｎｉａ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ｓ􀆰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ｒ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ｒ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ｉｃｅｓꎬ ｒｅ￣
ｄｕｃｅ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ꎬ ａｎｄ ｈｉｎｄｅｒ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ꎬ ｔｈｕ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ｕｎｄｅｒｓｃ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ａｌｅ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ｅｓꎻ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ｒｓ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ｅｓꎻ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４５ꎻ Ｄ７３ꎻ Ｈ１１

８４２




